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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 

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 

  黃美娥 

摘 要 

有關戰後臺灣文學，一個為人所知悉的現象是魯迅風潮的出現，但是除此之

外，革命元老于右任與臺灣文學實亦具有密切關係。為了深究于氏在臺文學角色，

本文首先說明曾與魯迅發生筆戰的曾今可，如何協助于氏成為詩人典範；次而闡

述因之牽涉的左／右翼文學典範更迭，及其與臺灣舊詩、古典文學地位升降的關

連性；最後則是介紹于氏在臺倡議的詩學主張內容與文學史意義。大抵，本文藉

由掘發于右任在戰後臺灣詩壇的地位，進以彰顯其為戰後臺灣文學新秩序的重構

所帶來的刺激與影響作用，期盼有助深刻掌握戰後臺灣文學的生態樣貌與深層結

構。其中，由曾今可與于右任兩位南社成員對於戰後臺灣詩壇的介入與經營，則

或可視為中國革命著名文學團體「南社」在臺灣的精神延續的一個側面，值得細

加玩味。 

關鍵詞：于右任、魯迅、曾今可、戰後臺灣文學、南社 

                                                       

 本文初稿曾於 2014 年 6 月 27 日在國立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一屆文化流動與知識傳

播：臺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相互參照」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經增補修改後投稿本刊，承蒙原會議

論文講評人陳益源教授及二位匿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國立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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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于右任來臺前臺灣文學場域相關情形 

三、從魯迅到于右任文學典範的更迭與形塑 

四、于右任詩學觀的時代精神與文學史意義 

五、結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前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自此臺灣文學史便步入「戰後」階

段。面對戰後的到來與日治的結束，臺灣與日本、中國之間原有的文學互動狀態，

為此產生重大改變，其間所發生的文學場域之調整、平衡，其實滿布著延續、斷

裂與嫁接的複雜張力關係，值得細加咀嚼。對於這段需要以更為動態的「臺灣文

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視角，1 去看待與詮釋的戰後臺灣文學轉型、發展過程，

過去學界較為常見的論述內容，主要包括：其一，從後殖民史觀出發，以「跨越

語言一代」描述臺灣新文學日語作家群所處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創作困境

與艱難心境；其二，從《臺灣新生報》「橋副刊」論戰聚焦省內、外文人的交鋒與

交流狀況，以及剖析鄉土文學論述在臺灣文學史上的位置與意義；其三，關注戰

後初期新現實主義的話語內容與魯迅熱潮湧現的現象；其四，勾勒國共內戰官方

派系權力鬥爭樣態，以凸顯臺灣文學被國族政治所箝制的文學特質；2 大抵以上持

                                                       
1 參見黃美娥，〈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光復元年」—以本省人士在臺出版的數種

雜誌為觀察對象〉，收於楊彥杰主編，《光復初期臺灣的社會與文化》（福州：福建教育出版社，2011），

頁 270-297。﹝按：此文不同過去學界研究較偏重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詮釋框架，與集中關注

新文學對象的討論模式入手，乃改以「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為研究視角，提出整體觀察臺灣

處在日／中之間，所產生的延續、斷裂與嫁接的文學力場關係，並力求統觀新／舊、雅／俗文學範

疇，期能達成戰後臺灣文學通盤研究的可能性﹞。 
2 上述研究成果的回顧與檢討，參見黃美娥，〈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光復元年」—

以本省人士在臺出版的數種雜誌為觀察對象〉，頁 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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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精彩，唯因較集中於新文學面向的討論，以及偏重關切省內、外作家在左翼文學

的合作情形，故不免有其侷限性。那麼，究竟從戰後初期開始的古典文學與右翼文

學實際發展狀況如何？其與新文學或左翼文學有無連結、對話與對峙關係？而箇

中交錯、互涉或角力現象，對於往後的戰後臺灣文學發展，又會具有怎樣的刺激

與影響？上述種種疑問，說明了唯有更為全面的釐析與關照，才能獲致更多真相。 

針對以上情形，筆者曾經撰寫過〈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

一文，略加闡述了臺灣本土古典詩人在戰後初期的創作梗概，與外省來臺詩人、

官方右翼有所互動的原因背景，以及古典文人如何將「漢文」寫作視為一種「資

本」的挪用，以與新政權、外省文人進行文化協商、斡旋或抗議，卒而穩固原有

的文化地位，或嘗試掌握自我主體性的複雜面貌。3 而本文在此則擬另就一個特

殊現象談起，並以此做為本文問題意識形成的一個基點，此即有關魯迅在戰後初

期臺灣的傳播熱潮與消退問題。對此，日本學者中島利郎所編《臺灣新文學與魯

迅》是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學術著作，書中有關戰後臺灣文學與魯迅密切關係的

研析，至少就收錄了陳芳明〈魯迅在臺灣〉、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臺灣文壇與

魯迅〉、黃英哲〈戰後魯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等文；而諸篇除了鋪陳戰後初期

臺灣對魯迅接受風潮的相關原因、作品散布概況、重要傳播引介者與管道途徑之

外，陳、黃二人另亦觸及右翼文學對魯迅其人其作的反對現象。其中，陳文主要

舉出 1947 年魯迅風潮消退以後，國民黨反共文藝政策下的反魯情形，這包括與

魯迅打過筆仗的作家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等右翼文人作品，在魯迅缺席狀況

下的重新出現，以及鄭學稼、劉心皇撰寫扭曲式傳記塑造魯迅負面形象概況；4 至

於黃文，則是注意到更早之前，於魯迅風潮尚存之際，已有一位署名「遊客」者， 

1946 年 10 月就在具右翼色彩、與國民黨密切攸關的《正氣月刊》發表〈中華民

族之魂〉，攻擊魯迅與許壽裳。5 是故綜合陳、黃二人所述，可以發現要討論魯

迅在戰後初期臺灣接受熱潮，固然需要審視臺灣本土左翼文化人如楊逵、藍明谷

與外省文人許壽裳的推手角色意義，實則同樣不能忽略右翼文學的反動現象，亦

                                                       
3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年紀念論

文集》（臺北：臺北市政府文化局、臺北二二八紀念館，2008），頁 283-302。 
4 陳芳明，〈魯迅在臺灣〉，收於中島利郎編，《臺灣新文學與魯迅》（臺北：前衛出版社，2000），頁 18-29。 
5 黃英哲，〈戰後魯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收於中島利郎編，《臺灣新文學與魯迅》，頁 168-17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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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需要左／右翼雙方合觀，才能察覺更為深入的戰後臺灣文學史內在樣貌。 

不過，更耐人玩味的是，陳文所述固然突出了右翼新文學家與魯迅在臺風潮

的對抗性狀況，唯若進一步考掘黃文所謂「遊客」之文，其人實際身分乃是曾因 1932

年「詞的解放運動」，在上海與魯迅發生筆戰的曾今可，6 則相關情形就愈顯曲折。

事實上，曾氏在臺灣具有多重身分，他不僅擔任過《正氣月刊》、《建國月刊》主要

編輯者與執筆者；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成功扮演了當時臺灣省內外古典文人往來

交流的詩人橋樑聯繫者。7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于右任於 1949 年 10 月

來臺，8 至 1964 年 11 月 10 日過世為止，曾今可一直積極介紹很多臺灣詩人與右

老相識，9 並透過小型詩會，或舉辦全國詩人大會，10 拉近于氏與臺灣詩人的距

離，進而促使于右任快速成為本地古典詩人心中的詩壇領袖與創作楷範。11  

綜上可知，曾今可早在 1946 年 10 月便已出現反魯言論，洎自 1949 年于氏

來臺之後，則是轉而致力鼓吹于右任成為臺灣詩壇領導者的形象，故從反「魯迅」

                                                       
6 關於二人筆戰情形與曾今可因論戰所導致的心靈創傷，以及其人來臺後的各種文學表現，詳參黃美

娥，〈從「詞的解放」到「詩的橋樑」：曾今可與戰後臺灣文學的關係〉，發表於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

學院、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辦，「海

峽兩岸百年中華文學發展演變」學術研討會（成都：四川大學文學院，2011 年 4 月 16-17 日），頁 1-21。 
7 參見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頁 291-296；〈從「詞的解放」到「詩的橋

樑」：曾今可與戰後臺灣文學的關係〉，頁 1-21。 
8 關於于右任來臺確切時間，參見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紀念集》［按：

此集未載出版時地，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於 1967 年 7 月 21 日入藏，入藏章註明為于故院長治喪辦

事處所贈］所記，其在 1949 年 10 月 9 日已來臺，而後又因公飛往重慶，直到 28 日重慶告急，才又

飛返臺北。不過，若依據《中央日報》所載，于氏早在 1949 年 5 月 26 日便曾由廣州飛來臺灣，次

日離開。參見《中央日報》，1949 年 5 月 27 日，第 1 版；《中央日報》，1949 年 5 月 29 日，第 1 版。 
9 參見曾今可於〈老樹著花天下香〉一文中之自述，文刊於《臺灣民聲日報》，1956 年 1 月 20 日，第

3 版。另，林衡道晚年回憶起曾今可時，言及：「曾今可在文獻委員會並非委員，平常也沒什麼作用，

但一到開詩會作用很大，可以透過他把于右任、賈景德等人邀來……。」則亦可做為旁證。參見陳

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錄，《林衡道先生訪問紀錄》（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頁 112。又，曾今可〈老樹著花天下香〉篇名，源於于右任獲教育部所頒文藝獎，是中國詩人得獎的

第一位，因已高齡七十八，故自嘲「老樹開花」而來。參見張健，《半哭半笑樓主：于右任傳》（臺

北：近代中國雜誌社，1994），頁 208。 
10 從《于右任先生文集》（臺北：國史館、監察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的詩題或《于

右任先生年譜》（臺北：國史館、監察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所記，可以清楚發現

于右任與臺灣本地詩人進行詩會活動的紀錄，或參與臺灣全國詩人大會的情形。 
11 其實于右任來臺之前，早在重慶與南京時期，已藉由號召或擔任詩人節紀念活動主席身分，位居詩

壇領袖。來臺後，因為曾今可牽線緣故，又快速贏得臺灣本土詩人的敬重。將于右任視為戰後臺灣

古典詩壇領袖的稱譽現象，可在許多外省或本土古典詩人的作品中輕易發現，例如謝尊五〈壽于右

任先生〉：「道範欽山斗，先生福壽全。美髯長歲月，懋德立坤乾。歷劫滄桑健，調元監察賢。騷壇

推領袖，寫作筆如椽。」詩載於《臺灣詩壇》1: 4（1951 年 9 月 10 日），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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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尊「于右任」，透過曾今可行為側面顯示，在戰後臺灣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

魯、于二位文學典範的事實。而不僅於此，對於于氏這位古典詩壇領導人，鍾鼎

文在紀念于右任逝世所撰專文〈于右任先生與新詩〉中言及：「于右任先生是我

國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不僅寫舊詩的先生們一致尊他為『詩宗』、為『詩豪』，公

推他為我國唯一的『桂冠詩人』；就是寫新詩的朋友們，也都同樣的尊敬他，崇

拜他，公認他是我國當代詩人中最偉大的一位。……于先生的詩代表一個傳統，

一個時代；于先生的死，也意味著傳統的總結，時代的邅替，新詩人們應該更加

努力，在民族性與時代性上作更深度的把握……」，12 在其筆下，于右任具備了

同時博得新、舊詩人一致推崇的偉大能力，但也指出于氏的死亡，象徵著一個時

代的結束，那就是「傳統的總結」，且隨之而來的是「時代的邅替」，因而號召新

詩人後續應更加努力與做更深度的把握。 

但，所謂「傳統的總結」、「時代的邅替」所指涉的是什麼意思呢？鍾鼎文之

文是否暗指了于右任之死與新詩界的未來發展有著某種因果關係？倘若再參酌

曾今可於 1969 年發表〈日本詩人對漢詩的研究〉一文時的慨嘆，或許有助揣測

箇中涵意。曾氏指出：「日本人研究漢詩的著作，比我國出版的這種著作還多，

而且是有系統的研究、出版。……這風氣已普遍於世界各文明國家，而我們自己

卻相反。教育部文藝獎金中的詩歌獎第一屆得者為于右任先生，全國贊成；第二

屆得獎者為陳含光先生，自然也應該是全國都贊成的，但却遭新派的攻擊，以後

這種獎金自然都於新派了。」13 如此一來，藉由鍾氏與曾氏二文的敘述，便可了

解于右任的過世，不只是全國詩人典範的消失，還更標誌著新詩派勢力比起舊詩

派為之躍升，從對于右任得獎的「全國贊成」到陳含光的遭「新派攻擊」，僅僅

一屆獎項的時間差距，就已披露了傳統文學／舊詩地位的徹底失勢，而這正是鍾

鼎文所暗指于右任死後，屬於新詩人的時代真正要來臨了。 

至此，已能知悉，于右任在戰後臺灣文壇的角色扮演及其意義，顯與左／右

翼文學、新／舊文學的在臺發展息息相關，箇中情況值得深入探索，而這也正是

本文注意到于氏個案的重要性，並選擇以魯迅到于右任相關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

                                                       
12 鍾鼎文，〈于右任先生與新詩〉，收於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紀念集》，

頁 202-203。 
13 曾今可，〈日本詩人對漢詩的研究〉，《中國一周》994（1969 年 5 月 12 日），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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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現象之探索，做為主要研究軸心的關鍵所在。14 此外，如前所述，若要明白其

間來龍去脈，必須上溯魯迅接受風潮的盛衰，而後再追蹤于右任典範的出現與消

逝意義，這樣將能發現更為幽微、豐富的文學史意涵。 

不過，更細節的討論是，為何魯迅與于右任能脫穎而出，一躍成為時人心中

的作家典範？戰後有關魯迅與于右任的接受情形及其文學史語境為何？其中，有

關魯迅在臺灣接受史論述已夥，不過倘若右翼文人曾對其表示擯斥，則如此現

象，也在提醒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當時文壇的多音交響、眾聲喧嘩實況，才能在為

人熟知的左翼意識型態與現實主義美學相關論述之外，15 從事更多的考察工作。

此外，在于右任方面，究竟又是憑藉什麼而能獲致各界好評？但他既能成為新、

舊詩人眼中的詩豪與偉人，則自其來臺後的 1949 年至 1964 年間所鞏固的十五年

傳統文學、舊詩地位，何以又會因其過世，就旋即被宣判出「總結」的命運？舊

詩、舊派文學的地位為何如此脆弱？新派勢力何以能夠瞬間翻轉？顯然，其中仍

有諸多問題必須釐清，一切尚得從頭說起。 

二、于右任來臺前臺灣文學場域相關情形 

在理解了本文研究動機、目的與主要研究視域之後，為了更深刻闡明于右任

後來會成為戰後被極力推崇的全國詩人典範之緣由，必須連帶討論魯迅問題，以

及相關左／右翼、新／舊文學的競爭關係，為此以下要重新回溯戰後臺灣文學場

域的概況，以便做出較為適切的生態描述。而事實上，一切問題的發生與終結，

也都要從 1945 年日本的戰敗與臺灣的回歸加以追索，如此才能獲得正本清源之

效。但，對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場域追蹤躡跡，到底能夠發現什麼？這些線索與于

右任的典範化有何關連？ 

                                                       
14 有關于右任個案研究，目前所見不少，內容包括傳記、年譜、詩歌、書法研究，但能將之與戰後臺

灣詩壇連結討論者，主要見於孫吉志〈1949 年來臺古典詩人對古典詩發展的憂慮與倡導〉，但此文

重點，主要聚焦外省古典文人的詩觀，旁及于右任對詩社、詩會或詩刊的活動參與，故與本文研究

取徑不同，該文刊於《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類》31（2011 年 12 月），頁 93-118。 
15 關於戰後臺灣左翼文學與現實主義美學關係情形，在陳建忠〈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臺灣文學場

域的再構築〉已有不少討論，該文收於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

論集》（臺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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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回到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回歸中國文學的那一刻，有許多問題與衝突

也因此而產生。究竟被日人統治過的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相同嗎？而被殖民地化

過的臺灣文學要怎樣改革，才能與中國文學相銜接或一體化？臺灣文學若要中國

文學化，則學習典律何在？作家創作典範是誰？倘能針對上述問題加以探討，將

會有助於了解魯迅、于右任做為作家典範建構與後來遭逢挑戰的相關情形。對

此，以下便先由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說起，這是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展

開「嫁接」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 

（一）國語運動的推行與新／舊文學位階的升降變化 

由於臺灣歷經日本長達 51 年以上的統治時期，不僅當時的國語是日語，即

連曾經使用的漢文書寫，也有夾雜日語、臺灣話文的「混雜文體」情形，實際受

到日本帝國漢文不少影響。16 因此，進入戰後之際，最高統治機關臺灣行政長官

公署就著手推動國語運動，教育部也指派了魏建功、何容等人於 1945 年 11 月來

臺，準備籌設規劃「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的「國語推行所」，到了

1946 年 2 月「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由魏建功擔任主任委員，就此

展開風起雲湧，遍及黨、政、軍與全臺各界的國語學習運動。而如火如荼的國語

運動，與臺灣文學有何關連呢？事實上，透過國語運動，臺灣作家嘗試開始了言

文一致白話文的練習與實踐，過去因為日人統治所造成的與中國文學文體不一的

情形，才能進行改善。唯，不只朝向以北京白話為書寫、發音基礎的標準化邁進，

亦即並不止於聲音與文字的改革而已，甚至還會涉及因應國語定義的現代化、國

家化，以及做為啟蒙國民大眾、參與建設新中國的思想載體需求，因此戰後臺灣

國語運動的推行，其實質內涵乃包括了讀音、國字、國文、文法、言文一致到新

文化、新思想，也就是說臺灣國語運動論述的思維結構，實際統合著聲音、文體

與國體三部分。至此，當具有沾染日本色彩與思想意識的臺灣文學，經過此一語

文與思想轉換程序過程的國語習作之後，就能順利與中國文學展開「嫁接」關係，

重新讓原屬「異種」的二者結合與接軌，進而完成與中國文學一體化的步驟。 

                                                       
16 關於日治時代臺灣殖民地時期漢文文體變化情形，參見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

（臺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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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國語運動的推行，不只為戰後臺灣文學帶來語文變化而已，更引發了

固有文學秩序的衝突。由於國語成為戰後臺灣的現代國家語言，以及臺灣文學創

作上的正宗語文，因此從日治時代跨越到戰後，相較以日文書寫的新文學而言，

原本具有與以北京白話文為基礎的「國語」有著「同文」近似性的古典「漢文學」，

卻在聲音與文體上出現歧異性；也就是說，古典漢文與白話文終究有別，儘管曾

經一同發抒參與建設新臺灣、新中國的熱情，甚至撰寫詩文吟詠倡言光復心志與

建議，但是古典漢文學終究不同於以國語為主的白話新文學，因此雖然相較使用

日語寫作的日文作家，較能貼近中國、容易溝通，但在戰後新時代裡，其語文地

位已註定不及白話新文學了。茲以《新風》月刊為例，此刊創刊號中的「歡迎寄

稿」聲明，表明刊物誕生目的在於提供一個「送給同胞諸位為文章報國的舞臺」，

並歡迎幾類作品投稿：一是含有建設新臺灣的正論、含有貢獻祖國的論說，二為

小說，三是小品文，四是漢詩（古風律絕皆可），五是新體詩，此外還另補充說

明國文、日文無妨，只要內容充實皆可。17 但，時隔一個月後，主編便由擅長古

典文學的陳鐓厚，改為在日治時代以白話通俗小說聞名的吳漫沙，且所附「徵稿

簡約」指出：「本刊注重白話文、以應時代之要求、故凡創作、小說、評論、隨

筆、詩、為本刊所歡迎、唯文言文有新思想者、亦為本刊所歡迎。」18 以上，透

過兩期徵稿說明，可以清楚看到以文言文為創作體類的古典文學，雖然可以因為

承載新思想而不致在戰後初期的新時代裡被擯棄，但其地位已經遠遜白話文了。

也就是說，古典文學所使用的「漢文」，並不等於國語、國文，「漢文」在文字上

雖與國語、國文有著「同文」性，但在聲音、文體以及與時代、國家關係的代表

性上，則是不及格者。至此，不僅彰顯了「漢文」於戰後的不合時宜，另一個意

義則是間接道出「古典文學」將難以與國語白話文文學競逐的事實。簡言之，戰

後初期臺灣文學因為國語運動的緣故，連帶引發了文言／白話、新／舊文學的地

位升降問題。19 於是，隨著國語運動愈趨熱烈，則古典文學所要面臨的威脅與挑

                                                       
17 文載《新風》創刊號（1945 年 11 月），頁 16。 
18 文載《新風》1: 2（1945 年 12 月），頁 32。 
19 本節關於國語運動如何成為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嫁接基礎，其相關理論思考與實際在臺推動情

形，乃至對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新秩序生成、重構的影響，更詳細的細節討論，參見黃美娥，〈聲音‧

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念史集刊》3（2012 年 12 月），

頁 22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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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也會相形嚴峻，這對戰後初期同樣抱持愛國之心，想要投身文化改造的傳統

文人而言，是繼日治時代所發生的幾次新、舊文學論戰以來，始料所未及之事。 

（二）三民主義與臺灣文學 

除了前述國語運動為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場域與相關文學秩序所帶來的衝擊

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則是「三民主義」與臺灣文學的關係及其意義。 

有關此一面向，戰後初期臺灣最為重要的文化團體「臺灣文化協進會」，20 理

事長是時任臺北市長的游彌堅，他在〈文協的使命〉中言及： 

光復後，臺灣的文化界，好像暴風雨之後的沈默似的，大家無聲無息，帶

有飄零無依的景象。這是大亂之後應有的氣象，不能把他看做老衰凋落，

而是含有待機欲動的新生的力量。……一切需要重新認識。新世界構成新

觀念，同時也要用新觀念來構成新世界。……為了達成這使命，我們文化

協進會的同人，願意做臺灣文化界的忠實的僕人。……從五十年解放出來

的臺灣，自然對新文化的需求格外的大，格外的深切。我們的國家是三民

主義的國家，今後的世界應該是三民主義的世界，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新文

化，也應該是三民主義的文化。三民主義文化是什麼？這是新生的臺灣，

迫切所要求的文化，也是新中國所需要的文化。而臺灣將要做這新文化的

苗圃，我們不要忘記我們負著這光榮的使命，努力罷！自重罷！21  

戰後初期的臺灣，堪稱進入一個由新觀念所構成的新世界之中，此即三民主義所形

塑的新文化觀，而游氏更期許臺灣文化協進會同人要以宣揚三民主義為使命，致力

建設新文化苗圃。事實上，臺灣文化協進會的設置章程，第二條就明確指出立社

宗旨：「本會以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

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為宗旨」，22 故明顯可知臺灣文化協

                                                       
20 1946 年 6 月 16 日在臺北市中山堂正式成立，與會人士多達四百餘人，係當時社會層次最高，組織也

最為龐雜的文化社團，主要成員網羅了當時的省內、外文化菁英，參見秦賢次，〈「臺灣文化」覆刻

說明〉，收於臺灣文化協進會編，《臺灣文化》（臺北：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第一冊，無

頁碼。 
21 游彌堅，〈文協的使命〉，《臺灣文化》1: 1（1946 年 9 月），頁１。 
22 〈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1: 1（1946 年 9 月），頁 28。另，原文無標點，此處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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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會對三民主義的尊崇。而由於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成員，包括了文學、音樂、美

術與民俗等範疇，因之亦可理解三民主義對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重要性。 

但，不只上述戰後初期最大文化團體「臺灣文化協進會」要致力宣揚三民主

義，即連延續日治後期發行量最大的通俗文藝雜誌《臺灣藝術》、《新大眾》而來

的《藝華》月刊，在 1946 年正月號的〈卷頭詞〉中也可見到近似的表達： 

本誌這次因為要宣揚三民主義、提高臺灣文化、涵養高尚趣味、改題為「藝

華」月刊。省民受著日本壓迫、有目不能讀著三民主義、有耳不能聽著國

父的遺教、有口不能說著主席的善政。所以對於三民主義還未十分了解、

此後須極力宣揚三民主義。使大家都知道民族主義是甚麼、民權主義是什

麼、民生主義是甚麼。個個遵守。不敢遺背。向來受著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的人們、此後須研究中華四千年的文化和世界各國的科學、取長、補短。

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省纔好。23  

足見在三民主義風潮的席捲下，連原本以通俗性、娛樂性為特色的文藝雜誌，也

要奮力扮演宣揚三民主義的角色。且，實際上，《藝華》正月號的內稿，就真的

刊載了陳旺成〈三民主義的概要〉、蔣中正〈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二

文。他者再如作家林荊南，於其〈久違了島都〉新詩中，也藉由作品披露心意：

「誓向青天白日的旗幟下、為主義竭誠、為民族之繁榮而掙扎！」24 綜上，在在

可見三民主義此一原屬政論性質之主張，其實早已傳播遍及臺灣社會各個領域，

乃至於刊物、個人。 

那麼，三民主義對於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究竟意味著什麼？倘從前述文化

團體組織、刊物雜誌的宣言或作家自述來看，三民主義顯然是一種整體發展方向

的最高指導原則，既是一種國家意識型態，也是重構新文化的思想基石，同時也

是社會更新發展的精神資源，乃至作家宣誓效忠捍衛的對象。於是，令人感到好

奇的是，在臺灣的省內、外作家們，到底會如何表述自我與三民主義之間的關係，

乃至涵納思想精粹於創作實踐或審美追求之中？針對此一問題，以下嘗試說明之。 

                                                       
23 〈卷頭詞〉，《藝華》正月號（1946 年 1 月 1 日），頁 3。 
24 林荊南，〈久違了島都〉，《新風》2（1945 年 12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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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民主義、孫文思想的引介與宣揚 

有關三民主義對戰後臺灣文學界的意義，筆者曾在他文透過部分雜誌發行要

點的分析，逕以「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籠罩下的臺灣文本體論」形容戰後初期的

文壇氛圍與文學發展情況，25 在此則擬花費較多篇幅，聚焦時人直接參與三民主

義思想及孫文相關事蹟引介、宣揚的狀況，而這有助於本文後半對于右任在臺角

色的釐探與剖析。 

當時，對於孫文及其三民主義之認同與宣揚，表現最為積極投入者，可以楊

逵為代表，他在戰後立即著手創刊《一陽週報》，而單從目前保存可見的第 9 期

內容來看，十二篇文章中就有九篇攸關孫文、三民主義與革命大業的介紹，包括

如下：楊逵〈紀念 總理誕辰〉、蕭佛成〈紀念 總理誕辰〉、鄧澤如〈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陸幼剛〈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胡漢民〈紀念 總理誕辰的兩個

意義〉、〈孫文先生略傳（下）〉、孫文〈中國工人解放途徑（二）〉、孫文〈農民大

聯合（二）〉、孫文〈中國革命史綱要（三）〉、達夫〈三民主義大要（三）〉等。

此外，一陽週報社還發售過《三民主義解說》、《三民主義是什麼？》、孫文《三

民主義演講》、包爾林百克《孫中山傳》、孫文《民權初步》、金曾澄《民族主義

解說》等。26 至於楊逵何以對孫文及其三民主義如此景仰，其原因與孫文在國民

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強調「扶助農工」有關，根據黃惠禎研究指出：「楊逵是把三

民主義作為一種重視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來接受」。27  

又，在宣傳、介紹三民主義之際，孫文及其思想、行為也成了景仰、依循的

對象。楊逵於 1945 年 11 月發表〈紀念 孫總理誕辰〉，文中推崇孫文的偉大之處：

「在艱難不失志、在榮耀不腐化、堅決守節到底」，認為大家應該要「清明認識先

生的思想、鬪志及為人、來規正我們的思想、鬪志及為人、以繼承先生偉大事業。

才是先生所喜歡的紀念方法。」並且呼籲眾人要將「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主義的

                                                       
25 黃美娥，〈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光復元年」—以本省人士在臺出版的數種雜誌

為觀察對象〉，頁 289-292。 
26 相關情形參見黃惠禎，《左翼批判精神的鍛接：四○年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歷史研究》（臺北：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285-287。 
27 黃惠禎，《左翼批判精神的鍛接：四○年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歷史研究》，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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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發展」放在肩上，多所貫徹，才能達成美滿社會。28 再如龍瑛宗，他在〈擁

護文化：祝賀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成立〉文中，認為「如要克服中國的混亂，中國

的黑暗，以及中國的悲哀，唯一的生路就是必須體會孫中山先生的思想，遵循民

主主義的路線。民主主義才是國際潮流，才是中國救亡圖存的最後王牌。」29 此

外，孫文的革命事蹟與不屈不撓精神，亦是時人關注焦點，如菊仙（即黃旺成）〈國

父孫中山先生〉，指出蔣中正能夠成功領導八年抗戰，恢復中國在世界的頭等地

位，乃是因為能遵守國父遺訓，故強調應該回顧孫文的過去，因此特別撰文陳述

孫文略歷，及其從事革命運動的經過。30 而關於革命之事，龍瑛宗在〈太平天國〉

一文中，回憶起年少時就常聽到孫文的故事，且他更上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事件，

並將之視為中國最初的民族革命，以及建設中華民國的最初烽火與大規模的救亡活

動。31 顯見，與孫文有關的革命行動或事件，也都成為戰後初期臺人關注之焦點。 

而除了上述白話文學作家的情形之外，在古典文學與傳統文人方面，其實也

有類似表現，例如〈鯤南國學研究會〉所舉行的擊缽吟活動，係以〈民族英雄〉

為題，參與吟會的眾人紛紛經由詩作向國父致敬，如陳文石「革命成功稱國父，

威加四海萬邦欽」、劉瓊笙「排除壓迫求平等，國父勳勞蓋古今」、陳志淵「尼父

遺言當法則，中山學說做規箴」、鄭坤五「攘夷史上無前例，孫蔣功勳冠古今」、

黃福全「國父英雄興漢室、一生熱血實堪欽」。32 顯然，歷經日人統治之後，到

了戰後階段，國父與三民主義及其革命史實，已經成為大家欽仰、孺慕對象，以

及忠心報國的思想根本，這對戰後陳儀政府所要強力展開的清掃日化遺毒，無疑

發揮了極佳的思想更換、轉變的滌清去污作用。 

另，值得補述的是，上列所舉案例，均屬本土作家與社群、刊物，其實當時

來臺外省人士，也都一樣置身在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的光暈之中，甚且同樣成為

翼贊推揚者。如時任國立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撰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

                                                       
28 楊逵，〈紀念 孫總理誕辰〉，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臺南：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

備處，2001），第 10 卷：詩文卷（下），頁 211-212。 
29 龍瑛宗，〈擁護文化：祝賀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成立〉，收於陳萬益主編，陳千武、林至潔、葉笛譯，《龍

瑛宗全集•中文卷》（臺南：國家臺灣文學館籌備處，2006），第 6 冊：詩•劇本•隨筆集（1），頁 266。 
30 菊仙，〈國父孫中山先生〉，《藝華》創刊號（1946 年 1 月），頁 19-20。 
31 龍瑛宗，〈太平天國〉，收於陳萬益主編，陳千武、林至潔、葉笛譯，《龍瑛宗全集•中文卷》，第 5

冊：評論集，頁 189-198。 
32 以上詩作參見《心聲》創刊號（1946 年 7 月），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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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兩位成功的開國元勳〉，文中言及國父與章太炎皆以平民革命，共同推翻

滿清，創建民國，並強調革命事業迄今尚未成功，三民主義實行進度也待加強，

需要努力趕上。33 再如負責編輯「正氣學社」機關刊物《正氣半月刊》、《正氣月

刊》、《建國月刊》的曾今可，如果參照正氣學社成社目的：（一）促進臺灣的文

化建設、（二）推行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三）領導社會與政治，則可略知上述

相關刊物的作用功能。34 不過在真正推行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正氣學社與刊物

更為重視的是「文化建設」，並認為文化建設是一切建設之基礎，而心理建設則是文

化建設之首要任務，至於心理建設則在於提倡民族「正氣」。關於正氣之所繫，鄧文

儀在《正氣半月刊》創刊號的社論，曾經言及要向〈正氣歌〉作者文天祥學習，35 但

後來更獲普遍認同的則是效法國父，曾今可於〈我們都是正氣戰士〉中的闡發是： 

本社社長，柯參謀長為什麼要創設本社？在「我們奮鬪的第一年」一文中

說的很詳細，……總理訓示我們「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以奪取為目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服務，內地來臺的人應為臺灣服務，臺灣的青年更應為自

己家鄉服務。我們要希望結果良好，必須有固定的目標，必須有一定的步

驟，我們的目標是「正氣」。……總理又告訴我們：「要立志做大事，不要

做大官！」這意義各位一定很明白。我們現在立志發揚民族正氣，即是「立

志做大事」。各位要特別認識這一點。……總理又告訴我們：「心理建設為

一切建設之首要」。所以我們提倡「正氣」，即是實行心理建設。我知道，

在你們的心目中，只有總理是完人，所以我不引用其他的名訓來向你們解

說，全世界知道總理終身從事於革命工作，死後沒有一點財產，現在的大

官不必說，只一個小小縣長的財產，也可以使他的子孫享受不盡！36  

由於正氣學社本就是革命集團，37 所招收的社員乃是認同革命之軍旅青年，因此

                                                       
33 許壽裳，〈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兩位成功的開國元勳〉，《文化交流》創刊號（1947 年 1

月），頁 6-16。 
34 國珍，〈以正氣建設臺灣新文化〉，《正氣半月刊》1: 2（1946 年 4 月），頁 3。 
35 鄧文儀，〈我們向文天祥學習〉，《正氣半月刊》1: 2（1946 年 4 月），頁 1。 
36 曾今可，〈我們都是正氣的戰士〉，《正氣月刊》1: 4（1947 年 1 月），頁 87。 
37 毛文昌，〈正氣學社週年紀念特寫〉：「本社是一個革命集團，我們都是革命的同志，大家要共同負起

神聖的使命，來消滅害國害民的共產黨，完成我們的革命任務。」該文刊於《正氣月刊》2: 2（1947

年 5 月 1 日），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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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及其言論在社員心中的角色意義不言可喻，而此處曾今可所凸顯的是國父有

關三民主義的理論與行誼風範如何成為詮釋「正氣」意義的思想資源。不過，國

父對正氣學社與《正氣月刊》讀者群的象徵符碼作用，尚不僅如此而已，曾今可

於〈紀念總理誕辰要學習總理的勤學精神〉，更高度讚揚國父的勤學不輟精神，

以為紀念總理誕辰，更應學習孫文的好學行為。 

以上，經由三民主義或孫文言行，在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文化或文學社群，

個人接受、影響現象的勾勒之後，可以得知無論是省內、外文人，或不同政治立

場派系的作家群體，其實對國父與其思想理論、革命表現莫不認同，只是從中學

習、感知的目的與內涵趨向，側重之處仍然有所差異。 

2.三民主義與文學創作實踐 

經由上述說明可知，戰後臺灣省內、外文人作家，莫不受到三民主義之刺激

與薰陶，但三民主義又是如何從政治層面或意識型態，進而轉化成為作家實際創

作的思想養分、審美評斷的依歸？ 

茲先以呂訴上為例，他在〈臺灣演劇改革論（二）〉文中，言及戰後臺灣戲

劇界需要有所改革： 

我們要根本的改革臺灣戲劇界的組織，同時也要根本的改革劇自身的內

容。現在的臺灣演劇改革案有二：一為以新劇（話劇）代替舊劇（歌仔戲），

二為上案的反動的舊劇保存案。但是沒論哪一種主張，都是不對。……戲

劇是某一時代，某一國家，某一國民的呼聲叫喊！臺灣的戲劇，也要有為

五千年來的中國人的叫聲和呼喊。那末，五千年來的中國人的叫聲是什

麼？不消說，就是三民主義的大理想和聯合國世界新秩序的建設。……

一、以後的戲劇，務必以三民主義的大理想為其基調，而創作的戲曲演出

方行。……三、劇的形式也無須拘泥于新劇，平劇，歌仔戲等固別的範疇。

須創作一種採取歐美的長處並會集歐美的精粹的三民主義的演劇的形

式。尤其是在臺灣，須要向三民主義戲劇形式的確立努力邁進，……為創

造三民主義戲劇，領導大亞細亞諸民族的文化，必需養成國家的劇作家，

導演家，演員。……建立三民主義戲劇，才是臺灣唯一的活路。……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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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三民主義戲劇，先於國內的戲劇一步，為三民主義戲劇的師表，臺灣

戲劇，才有它存在的價值。……戲曲如能適合三民主義的精神，沒論是現

代劇，或是時代劇，至於其取材的範圍，沒論是中國，或是日本，或是爪

哇，都沒有關係。38  

在這段文字中，呂氏重複表達戰後臺灣戲劇的活路是要取藉於三民主義，要能成

為三民主義的演劇；而所謂三民主義演劇，是指以三民主義的大理想為基調，並

匯集歐美精粹，取材與類型則不限，且一旦通過這種新的演劇精神與表演模式，

便能夠在中國搶得先機，甚至領導大亞細亞諸民族文化。顯然地，在呂氏心中，

以三民主義精神沃灌的臺灣戲劇，不只其內在、題材具有涵納百川的特質，且在

中國與世界上都能取得先進性。因此，三民主義並不單純只是孫文的治國理論而

已，呂訴上認為其可為臺灣戲劇帶來大幅度的提升改進空間與動力。 

不過，對於具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如楊逵而言，他對三民主義所能啟迪臺灣文

學的面向與期許，與呂訴上所追求的先進性實際有別，在〈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

討〉的想法如下： 

文學停頓的原因根源於包辦主義，其實不僅是文學，我們若想在所有的鬥

爭或建設中致勝，人民自主的團結和創新也不可或缺。……但是我們必須

認清，官員中徹底忠於革命的也很多。……我們必須知道，民主主義是，

在期待政府進行理想的民主主義之前，就必須由民眾本身由下而上的力量

來推動其實行。同時在此過程中，從中排除反對民主的保守反動分子，如

此民主主義才能向前推進。我們民眾以自身的力量保障言論、集會、出版、

結社的自由，如此才是踏出消弭文學停頓的第一步。39  

楊氏認為戰後初期臺灣文學遲遲無法獲得進展的原因是包辦主義，這是有鑑於

1946 年 5 月林紫貴、姜琦等人組成的臺灣文藝社，在報上發表龐大成員陣容所致，

其被楊逵視為包辦主義式華而不實的團體，故期盼文學之路應由民眾從下而上的

力量來推動，因此特別標舉出民主主義的意義與價值。而同樣看重民主主義者，

                                                       
38 呂訴上，〈臺灣演劇改革論（二）〉，《臺灣文化》2: 3（1947 年 3 月），頁 7-8。 
39 楊逵，〈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10 卷：詩文卷（下），頁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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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前述的龍瑛宗，在前揭文中也表達了「民主主義才是國際潮流，才是中國救

亡圖存的最後王牌。」再者，除作家個人意見之外，戰後臺灣最早出現的綜合民

間文藝雜誌《新新》，第 7 期「卷頭語」也強調民主之必要性，該文以為： 

反對民主，離開大衆生活的一切文化活動，在現在的臺灣，已經沒有意義的

了，所以我們主張臺灣文化運動的民主化和大衆化！而我們「新新」的同仁

也願與本省各界的文化人，共同向這個方向努力。40  

此一卷頭語，與楊逵、龍瑛宗一樣，均傳達了對於民主的渴望與堅持，只是這裡

並沒有確切表述所謂「民主」是否為三民主義的內涵物？不過，以民主化為一切

文化活動的根本，則是相同的主張。 

另，相較於民主主義或民主重要性的被抬高與正視，刊登於《正氣月刊》的

曾今可〈明年再談〉，41 則更為重視民族主義。他的意見如下： 

我們現階段的寫作的傾向，應該是全民族的團結和民主的實踐要求與實

現，科學的提倡並發展。我們的寫作原則應該是集中於「國家至上，民族

至上」這一個焦點的。……我們的作品不僅要反映出社會的病態，而且要

指出怎樣去建國才能「必成」。……我們的作品是要有正確性的，就是說：

我們的寫作的傾向應該是屬於多數人和各方面的，應該是屬於真理的，應

該是屬於革命的，應該是有著國家民族的意義和世界的意義的，只有這樣

的作品才有永久的價值！42  

文中清楚說出了寫作原則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要能協助「建國」，必須具

有國家民族與世界的意義。由於前面已經談論過曾今可所屬「正氣學社」的社群

組織性質，因此此處意見，正可呈現與楊逵等左翼作家關注的差別，顯示意識型

態偏於右翼者的看法，他們無寧更為重視國家民族，故與左翼者注重人民之民

主，表現出不同趨向的選擇態度與創作發展路徑的思考。 

                                                       
40 〈卷頭語〉，《新新》7（1946 年 10 月），頁 1。 
41 此文在《正氣月刊》上發表時，曾今可使用了「王明通」為筆名。 
42 王明通，〈明年再談〉，《正氣月刊》1: 4（1947 年 1 月），頁 7。 



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魯迅到于右任─兼論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 139 

而要再加說明的是，在戰後討論臺灣文學發展時，左、右翼作家都與三民主

義思想有所連結，雖然標舉民主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方向選擇有別，但都一樣認同

文學應該反映現實，注重現實，如曾今可〈靈魂工程師使命〉說道：「一切的創

作，像一切的新聞一樣，不能離開現實。離開了現實的文藝作品，是一種把真實

掩蓋起來的，虛偽的詐欺的藝術。」43 而楊逵在〈論「反映現實」〉的表述是： 

「文學應該反映現實」或是「文學是現實的反映」這句話，似乎已經是常

話了，但所有的作品我們都覺得還不夠真正反映着現實。現實究竟是什麼

一種情形呢？……為了解臺灣的現實，大家須要了解整個的中國，整個的

世界，這樣來才不致犯着「看樹不看林」的毛病。一篇作品為要反映現實，

作者須要確切認識現實，……只看到一間斷的瞬間的事實是不夠的，須要

放大眼光綜觀整個世界，透視整個歷史的演變。44  

文中除了標舉文學必須反映現實的訴求之外，還說明了要了解臺灣的現實，必須

置放於中國和世界的脈絡之中，如此才算是確切認識現實。只可惜的是，若干來

臺外省作家，楊逵發現他們「與臺灣的社會，臺灣的民眾，甚至臺灣的文藝工作

者很欠少接觸，所寫出來的都離開臺灣的現實要求，離開臺灣民眾的心情太遠」，45 

顯然要掌握現實的真相與真諦，先決條件是要與民眾接近，甚至成為「人民的作

家」。46 而另一方面，楊逵又想到「什麼叫做現實？」可能書寫者各人各有立場，

且認知態度亦有高低之別，「為克服這些毛病，努力去考察現實來把握正確的認

識是一個條件，堅決站定一個立場是另一個條件，兩個條件為做人做事—寫作也

就是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不能免的」，他因此進一步主張創作者要站在健全的

立場去看待現實、反映現實，因為「高尚的文學就是由高尚的人生態度產生出來

的東西」。47  

有趣的是，與楊逵一樣認同作品要反映現實的曾今可，在論及作品反映現實

之餘，更加闡發的要點卻是「也要能夠影響現實，因為好的文藝是從現實裡面產

                                                       
43 曾今可，〈靈魂工程師使命〉，《海潮》4（1946 年 6 月），頁 20。 
44 楊逵，〈論「反映現實」〉，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10 卷：詩文卷（下），頁 263-264。 
45 楊逵，〈現實教我們需要一次嚷〉，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10 卷：詩文卷（下），頁 252。 
46 楊逵，〈人民的作家〉，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10 卷：詩文卷（下），頁 258。 
47 楊逵，〈論文學與生活〉，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10 卷：詩文卷（下），頁 2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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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且又能推動現實前進的」，那麼在曾氏心中所謂的「現實」問題是什麼？

其所懸念者乃是大時代下的建國問題： 

我們的作品不僅要反映出社會的病態，而且要指示出怎樣去建國。……感

謝我們的「國難」，使成功的作家進步，使新的作家成長，……在這個偉

大的時代，應當有「偉大的作品」產生，……，一定先要使我們進步，使

我們有充分的戰鬪精神和充分的寫作技能，而且使我們有正確的寫作傾

向。……然後我們的文藝才能適合這大時代的要求，才能在這大時代中進

步，才能產生真正偉大的作品，才能達成作家的任務。建國的工作，真是

千頭萬緒，但「心理建設為一切建設之首要」，要「實行心理建設」，一定

要靠文化教育界的努力。作家是文化界的主要份子，……作家是被稱為「靈

魂的工程師」的。……他們在一般人眼中是被當作「傻瓜」看待的。如果

一個國家完全沒有了這種「傻瓜」，這個國家就不知要弄成什麼樣子了！48  

在此，相較於楊逵所提做一位「人民的作家」，49 並以正確立場與態度去認識現

實生活，曾今可也要求作家要有「正確的寫作傾向」，去當一位參加建國工作、致

力心理建設的「靈魂工程師」。於是，經由前述之併觀，可以發現同樣由三民主

義出發的文藝觀，曾氏重於建國之使命，以為大時代下當生產出偉大的作品，而

所欲反映的現實，係來自國家經歷抗戰之後所遭遇的時代性處境，但楊逵則正視

人民生活的現實層面，二者不僅對民族主義或民主主義文藝論的看重態度與立場

有著明顯差別，而最終追求的文藝發展也有邁向「國家」與「人民」之差異，充

                                                       
48 曾今可，〈靈魂工程師使命〉，頁 19-21。 
49 其實曾今可對於書寫應當站在人民的立場，實際上也有所肯定，他在 1948 年出版的《亂世吟草》中

特別引用寫於 1936 年的〈普希金逝世百十年紀念〉當作序詩，文中言及「因為你曾經站在人民的立

場，反抗黑暗專制的政治，……，你雖然遭了惡勢力的陷害，但你的精神將與世界長存。你雖然遭

遇了惡勢力的陷害，但你的精神將與世界長存！你逝世一百一十年後的今日，黑暗與專制依然存在！

不幸生長在中國的詩人們，正遭受著你受過的禍災。」於此可見一斑。不過，如果仔細分析此詩內

容，可知曾氏並不專為表達從人民立場書寫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反倒是要從俄羅斯文學之父普希金

的作品「假如生活欺騙了你，不要憂鬱，也不要憤慨！不順心的時候暫且容忍。相信吧！快樂的日

子就會到來！」學習，因而發出了「我們向你學習了『容忍』」的心聲。不過，在強調要容忍的當下，

這其實已經在針對時局而寄託諷刺於其中了。因此曾氏此詩也提醒我們，在說明其主張創作要能指

示建國的同時，卻不能忽略他也不忘諷刺或披露社會病態，唯有如此才能較深刻、辯證掌握曾今可

的文藝觀念。參見曾今可，《亂世吟草》（臺北：臺灣詩壇，1948），不計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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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顯露了左／右翼作家同在國父與三民主義思想的引領之下，卻出現南轅北轍的

創作態度與關懷，50 而這正是于右任來到臺灣之前的文藝氛圍與時代情境。 

三、從魯迅到于右任文學典範的更迭與形塑 

在掌握了 1945 年以國語運動為基礎的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嫁接關係，文

學場域與新／舊文學秩序的變化，以及三民主義、孫文言行的影響狀態之後，這

將有助於以下有關魯迅與于右任能夠相繼成為臺灣戰後作家典範，與後來產生二

者更迭替換原因背景的理解。 

（一）尊魯、反魯與臺灣新／舊文學 

有關魯迅與于右任何以能夠成為戰後臺灣文學的作家典範，茲先由魯迅在臺

傳播談起。 

其實早在日治時代，臺灣作家便已知悉魯迅及其作品的重要性，如賴和、張

我軍、楊逵、周定山、黃得時、龍瑛宗、鍾理和均已接觸過，且多少受到啟發與

影響，乃至模擬、學習。51 至於戰後階段，主要高峰期乃產生於 1946 年魯迅逝

世十週年，此時以楊雲萍為主編，由臺灣作家共同創辦的《臺灣文化》，在第 1

卷第 2 期（1946 年 11 月）推出「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另《臺灣新生報》、《中

華日報》、《和平日報》也有高達 32 篇的報導，52 再加上魯迅好友許壽裳來臺之

後的戮力宣揚，及官方、民間所編教科書或中、日文對照圖書皆有收錄魯迅作品，

因此戰後初期的臺灣興起一股魯迅風潮。不過，魯迅受到青睞的原因並不一致，

例如楊逵是以社會主義的階級立場詮釋魯迅，且特重其對抗蔣介石的相關歷史，

                                                       
50 除此之外，前述呂訴上、曾今可強調文學配合三民主義來創作，著實展現了政治思考先行於文學的

情況，但若進一步細究楊逵言論，則可知他更重視以文學來彰顯正確思想，欲以文學表達民主思想，

傳達「民主主義」（此較近於孫文的「社會主義思想」，並可連結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論」），而此

種作法與思考模式，顯示出左、右翼文人在新文學秩序重建中，對待政治與文學關係的態度與行動

仍有差異，而這也是導致民族與民主路線的差異。以上，感謝匿名審查人提供慧見，提醒本人雖然

顯現了過去學界較少討論的左、右翼文人與三民主義的共同密切關係，但仍應留心彼此的差異性。 
51 相關情形可以參見中島利郎，〈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魯迅：其接受的概觀〉，收於中島利郎編，《臺

灣新文學與魯迅》，頁 39-77。 
52 黃英哲，〈戰後魯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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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用以批判戰後負責接收的國民黨政權，故具有明顯的左翼文學意識；53 而楊

雲萍則是一方面推崇魯迅作品在日治時代對於臺灣「啟蒙運動的巨浪」之啟蒙性

價值，認為魯迅無論是小說、批評與感想之類的文字，皆是當時青年所愛讀，另

一方面則對魯迅關懷中國民眾慘無天日生活的精神感到景仰，並認為是現階段臺

人應該繼承與發揚光大者；54 至於，許壽裳更高度強調的是「抗戰到底是魯迅畢

生的精神。……在抗日戰爭開始的前一年，他臨死時，還說：『因為現在中國最

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

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魯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話說，便是戰鬥的精

神。」55 以許壽裳置身國家官務系統而言，其與楊逵雖然都看重魯迅戰鬥精神，

但不同於楊逵的左翼色彩發言，他所側重的是抗戰民族精神的表彰。 

不過，若回到前一章節所論的國語運動相關問題上，下村作次郎在〈戰後初

期臺灣文壇與魯迅〉一文中，從戰後一些圖書的出版情況，提醒吾人應當注意：

「在臺灣戰後初期的某一時期，亦曾將魯迅定位為中國近代的著名作家，並將其

代表作視為祖國大陸的、近代文學的『名作』，試圖予以引介吸納。」這是從文

學接受角度，闡明魯迅作品的審美意義；在此文裡，他更引述王禹農介紹魯迅作

品時的意見：「今年是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而且也是臺灣光復滿一週年，……

本叢書不但鑽研國語精華，而且也可當作國語文學的鑑賞，希望能對臺灣的讀書

界帶來些許的意義。」另外，下村還指出魯迅作品之所以會出現在當時「中日文

對照中國文藝叢書」之內，其目的應該是要「做為國語普及運動的一環」，亦即

當作「學習國語的教科書」之用。56 對此，杜重〈推進臺灣文藝運動的我見〉一

文中，也有類似想法，認為應多介紹巨將如魯迅、郭沫若、茅盾作品，以做為國

語文學習範式。57  

只是，在面對多種推崇理由（包括左翼意識型態、文化啟蒙論、抗戰愛國精

神、國語文學習對象）中孕生的魯迅風潮及其作家、作品典範意義，具右翼色彩

                                                       
53 黃惠禎，《左翼批判精神的鍛接：四○年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歷史研究》，頁 305。 
54 楊雲萍，〈紀念魯迅〉，《臺灣文化》1: 2（1946 年 11 月），頁 1。 
55 許壽裳，〈紀念魯迅〉，《臺灣文化》1: 2（1946 年 11 月），頁 2。 
56 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臺灣文壇與魯迅〉，收於中島利郎編，《臺灣新文學與魯迅》，頁 129-139。 
57 杜重，〈推進臺灣文藝運動之我見〉，《建國月刊》2: 6（1948 年 9 月），頁 15。此文對於魯迅創作意

義的肯定甚為特殊，蓋因《建國月刊》性質如前所述乃偏右翼，且主編係持反魯立場的曾今可，但

本文仍然刊出，或許是因僅出於語文習作典律而非思想意識之讚譽，因此最終仍然照稿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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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曾今可頗不以為然，他在 1946 年 10 月以「遊客」署名撰文進行攻擊： 

許壽裳先生的大作〈魯迅的德行〉，我已經從十月廿一日的和平日報上拜讀

了。為了紀念一個死去的朋友而為文表彰，這不僅是一種應酬也是一種美

德。不過，恭維死人和恭維活人是一樣的，總要得體。否則便會使人肉麻。

許先生說「偉哉魯迅」是可以的，說魯迅是「中華民族之魂」，就似乎有點

滑稽。……許先生又說：「魯迅是一位為民請命，拼命硬幹的人。」民國十

九年春，（魯迅）忽負密令通緝的罪名，相識的人都勸他暫避。魯迅答道：

「不要緊的。」俯仰無怍，處之泰然。許先生竟忘記了魯迅那時候是住在

上海租界內的虹口，而且是住在日本的文化間諜內山完造的家裡，……他

這樣托庇於民族仇敵的爪牙之下，而你卻說他是「拼命硬幹的人」！58  

曾氏此文不僅公然與許壽裳較勁對詰，且意指魯迅實為「漢奸」，藉以解構魯迅

具民族主義精神的形象，而這樣的言論與稍後一個月《臺湾文化》策劃推出的「魯

迅逝世十週年特輯」，簡直南轅北轍，但恰恰可見在魯迅風潮中，卻也存在著「反

魯」言論。 

而在戰後臺灣真正全面「反魯」之前，因為二二八事件及許壽裳遭刺案，實

已促使魯迅風潮快速消退，但尚未完全滅絕，例如時任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的錢歌川，在鼓吹小品文之撰寫時，仍然提到： 

說魯迅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來所產生的一個最偉大的作家，想必是誰也承

認的吧。魯迅雖以阿 Q 正傳一篇小說奠定了他千古不朽的地位，但他的小

說，始終只有吶喊與徬徨那薄薄的兩小本。他後來所寫的全是散文小品。

所以與其說魯迅是小說家，不如說他是小品文作者或隨筆家。……使現代

中國小品文發達的，周氏兄弟之力，當然不能埋沒。59  

他公開肯定魯迅是最偉大的中國新文學作家，並指出周氏兄弟在小品文的耕耘貢

獻。另，依據徐紀陽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在《民聲日報》、《天南日報》上仍能讀

                                                       
58 遊客，〈中華民族之魂！〉，《正氣月刊》1: 2（1946 年 11 月），頁 3-4。 
59 味橄，〈談小品文〉，《臺灣文化》3: 1（1948 年 1 月），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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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與魯迅其人其作有關之文章，直到《民族報》在 1949 年 11 月開闢的「民族副

刊」，因標舉「反共文藝第一聲」的孫陵出任主編，所刊均為反共為主的創作，

洎自 12 月時，更可獲見署名「清心」者所寫貶低魯迅等左翼作家的數篇文字，

而後續再到 1950 年 9 月至 10 月間，隸屬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臺灣新生報》「新

生副刊」的反魯之文更高達 19 篇之多，這已是系統性反魯現象了，如此自然也

宣告反共文藝體制的完全確立。60  

那麼，從上述魯迅風潮與反魯狀況來看，可知在戰後國語運動推行之時，雖

然新文學地位得到認可，白話文的重要性贏過文言文，但臺灣島內卻正在上演著

建構／解構魯迅及其作品成為新文學典律與新文學創作典範的現象，只是弔詭的

是，不管魯迅地位如何，其實都不會影響到白話文學在戰後臺灣文學的主流位

階。因此，相對地，恰恰是古典文學陣營這邊，即使曾今可早在魯迅風潮盛行時

便出現公開反魯的言論，且最終也會證明他才是與國家反共文藝潮流一致，但其

投入極大心血所經營的古典詩歌與詩壇，固然成功聯絡省內、外古典詩人同聲共

氣，61 卻還是不得不面對舊詩已屬白話文學對立物的尷尬性，因為這樣的古典文

體，與國語運動言文一致體的現代化理想，顯然有所悖離。 

事實上，不只是國語運動所帶來的典律挑戰與壓力，在戰後初期，王思翔〈關

於「漢學」及其他〉一文也言及： 

日據時代保存「民族精神」的「國粹」、「漢學」與「詩社」固然功不可沒，

光復以來迅速復甦，但這種形成於封建時代的舊文化，如今「古今勢異，

封建制度已經消滅，配合新時代所需要，必須有一種新文化，這就是『五

四』以來的新文化。」62  

                                                       
60 徐紀陽，〈“魯迅風潮”的消退與“反魯論述”的泛起：1949 年前後的《民聲日報》、《天南日報》、《民族

報》、《臺灣新生報》及其他〉，發表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文學所、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臺灣文學研究‧兩岸青年論壇」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2012 年 7 月 5 日），

頁 130-132。 
61 關於曾今可如何促成省內、外古典詩人的互動交流，參見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

（1945-1949）〉，頁 291-293。 
62 王思翔，〈關於「漢學」及其他〉，《和平日報》「新世紀」，1946 年 6 月 1 日，此處轉引自徐秀慧，《戰

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臺北：稻鄉出版社，2007），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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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王氏的思考來看，舊詩或詩社代表了封建性與守舊性，為了配合新時代需求，

應該予以捨棄，迎接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對此，徐秀慧發現王思翔的論點，乃是

針對省黨部系統的「正氣學社」結交臺灣傳統仕紳、鼓吹恢復「漢詩」傳統而發，63 

而所謂「正氣學社」之舉，實際上就是出自曾今可的大力推動。由此看來，舊詩

與詩社活動，另一個所要面臨的是如何擺脫封建時代、舊文化產物罪名的重荷。

此外，隨著光復而來到神州劇變之後，政局動盪，國家不安，撰寫舊詩，變成容

易予人吟風弄月之想，1949 年 10 月 29 日《中央日報》就曾刊出一則〈吟詩不廢

公家事 羅家倫大使來函〉的訊息，因為某日羅家倫在報上刊登了擔任印度大使

期間所寫舊詩，卻被某報同人責難是「吟風弄月」，故特別澄清所寫不過是發思

古幽情之文藝作品，且未曾忘卻職責、影響公務。64  

綜上可知，戰後以來，能夠使用漢文的臺灣舊詩界，雖然不同於日文系統作

家所遭逢的語言跨越之痛苦，但卻得面臨不同型態的挑戰。那麼針對魯迅風潮，

曾經出言砲轟許壽裳、魯迅的曾今可，在積極出版《臺灣詩報》、編輯《臺灣詩

選》以供臺人發表作品與溝通交流，或是來臺之後就與林獻堂、黃純青、林熊祥、

李騰嶽、謝汝銓、魏清德、黃水沛等本地著名詩人多所往返，並且建議舉辦 1948

年臺灣戰後第一次全臺詩人大會，他又要如何面對上述挑戰呢？ 

（二）于右任的典範化過程與左/右翼文學 

曾今可的應對策略與思維結構是，首先，他重申舊詩在戰後臺灣的意義遠遠

超過當時的新詩，因此確有保留與持續發展之必要性和重要性： 

詩人在臺灣，不是一種偶像，而是一種力量。他們可以當作人民的喉舌而

說出人民的困苦和願望，他們可以當作政府與人民間的橋樑而溝通官民之

間的情感。（我不反對新詩，我並且認為新詩是自然的趨勢，但現在的新

詩【在臺灣的】似乎還不足負起這種責任來。）我在「臺灣詩壇」的創刊

詞中說過：「我們生在今日，春秋之筆，尚須暫停。」但我們不能不開口：……

我們只有借詩來發洩我們的也是大眾的情感。只有這種真情流露，言之有

                                                       
63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頁 125。 
64 〈吟詩不廢公家事 羅家倫大使來函〉，《中央日報》，1949 年 10 月 29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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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不是無病閒呻或風花雪月的作品，才能反映時代，才能引起共鳴，……

我們就會知道：臺灣的詩人是有其存在的特殊價值的。65  

曾氏一方面肯定古典「詩人」是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力量」，能以文字說明人

民的困苦和願望，傳達大眾情感，反映時代，而這樣當作政府與人民橋樑、溝通

官民感情的任務，新詩暫時無法勝任。 

接著，鞏固舊詩與舊詩人的角色意義和價值之後，曾今可又促成本地詩人參

與 1946 年 10 月 31 日蔣中正六十華誕祝壽詩的徵選、評比與出版，以及倡議舉

辦戰後初期首次的全臺詩人大會。關於 1948 年的首次全臺詩人大會，曾氏自謂：

「三十七年春，……可並建議魏主席於端陽詩人節，設筵臺北賓館，招待全臺各

地名詩人，以繼東閣聯吟韻事；魏以不能詩自謙，改由鈕先銘將軍招待，此乃臺

灣光復後第一次盛會。」66 由此可知，此際省內、外詩人大會的召開，曾今可一

方面自詡是牽線人，另一方面也使舊詩或詩會活動與官方產生連結，以此厚植舊

詩勢力。 

而上述曾今可勉力維持詩壇的情形，在 1949 年 10 月于右任來臺之後，取得

了更大的發展與突破。由於和于氏乃是舊識，二人曾同屬南社社員，而曾氏 1935

年由日本留學返國後，又因為于右任之助，得以前往國民政府浙江省審計處服

務，故彼此早有互動。因此，透過在臺灣詩壇經營已久的曾氏協助，來臺後的于

右任迅速與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任職的黃純青、林熊祥及其他臺北地區文人楊仲

佐、魏清德、林佛國等人結識，如其在 9 日抵臺之後，臺北詩人即邀請於草山開

詩會，後因于氏離臺飛港而作罷，但仍在機上作詩寄給臺北詩人，67 這是于右任

與臺灣本地詩人結緣的開始。在此之前，戰後臺灣具有延續日治時代壽命最長的

古典詩刊《詩報》命脈意義的《心聲》，已透過「近代詩拔」專欄刊載過于右任

詩作〈同漁父作〉，68 不過此時對于氏及其作品的認知，只是將之視為中國近代

著名詩人進行理解。而且，即使是曾今可，也未曾料到于右任會在 1949 年 10 月

                                                       
65 曾今可，〈詩人在臺灣〉，《臺灣詩報》創刊號（1949 年 1 月 1 日），頁 6。 
66 〈序〉，收於曾今可編，《臺灣詩選》（臺北：中國詩壇，1953），頁 12。﹝按：原文無句逗，此處新

式標點為筆者所加﹞。 
67 于右任先生百年誕辰紀念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年譜》，頁 141。 
68 于右任，〈同漁父作〉，《心聲》4（1946 年 10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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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臺灣，因此當他在年初著手創辦供給省內、外詩人進行詩歌交流的《臺灣詩

報》時，曾經聘請同為南社成員的柳亞子擔任該刊監事，卻未想到可以敦聘于氏。

然而一旦于氏到來之後，1951 年曾今可將新《臺灣詩報》擴大創辦為《臺灣詩壇》

時，便邀請于右任出任顧問，到 1952 年 7 月時，更延請成為臺灣詩壇社的名譽

社長，與社長賈景德一同擔任《臺灣詩壇》的指導人。69  

實際上，于右任不僅是對詩刊進行指導，乃至推薦佳作供稿，70 或在其上親

自參與詩作發表，于氏亦頻頻參與各類詩會，甚至扮演發起人的角色。在來臺次

年（1950）3 月，他便主動與賈景德、黃純青及來臺詩人，號召修禊於臺北士林

園藝所；71 同年 10 月 19 日為重陽節，又約臺北詩人於陽明山柑橘示範場登高，

此次吟會，是有感於抗日戰爭期間，曾在漢口發起「民族詩壇」，至重慶又發起

「中華樂府」，現已來臺，於是發起「臺灣詩壇」，目的是為了「提倡詩學」，但

也為能「鼓吹革命」，從于氏當日所寫詩稿：「三十九年重陽、陽明山登高，敬望

與會羣公，咸以康濟之懷抱，發為時代之歌聲，為詩學開闢新的道路，為生民肩

負新的使命。」可見其心情與使命感，而此日到會者有 120 餘人。72 附帶一提，

此種以修禊、重陽登高、消寒，或端午、冬至為名義的雅集吟會活動，自本年之

後陸續舉辦不少，于氏有時親自發起主辦，有時則是參與共詠，例如 1951 年的

端午詩會，1952 年在韜園舉行的冬至小敘，1953 年禊集新蘭亭、重九士林登高、

晴園消寒之會，1954 年重九淡水登高，1955 年士林禊集、端午詩人大會，1956

在國立文物美術館舉行詩人修禊大會等。以上，這些選擇特定日期舉行的詩會活

動，因為參加者不少，如 1950 年重陽陽明山登高者 120 餘人，又如 1954 年甲午

重九滬尾登高參加者 211 人，1955 年的癸巳重九士林登高與會者 300 餘人，可謂

聲勢浩大。而此種群聚性的詩歌活動，一方面可將中國傳統文化節日的歷史記憶

與儀式傳播來臺，通過詩歌雅宴傳統，增益中國文化認同度，並強化省內、外詩

人文化同源意識，另一方面則可為詩人營造遺民文化空間，製造遭遇國難、被迫

離鄉者一個集體消愁遣懷的機會，因而在懷舊記憶、避災感傷中，一同療癒又試

                                                       
69 編者，〈編後記〉，《臺灣詩壇》3: 1（1952 年 7 月），頁 40。 
70 編者，〈編後記〉，《臺灣詩壇》1: 6（1951 年 11 月），頁 29。 
71 于右任先生百年誕辰紀念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年譜》，頁 142。 
72 于右任先生百年誕辰紀念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年譜》，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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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振作，相互感召，相濡以沫，彼此鼓舞，共同惕勵，甚而藉由詩歌改造時代，

為鼓吹中興大業而努力。73  

以上，于右任的積極參加詩會，使他成為許多詩人想要接近的對象，更在本

地詩人心中累積超高人氣，陳渭雄簡短一句「得瞻諸老快平生往謁于賈諸老」，74 

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同時也說明了于右任平易近人的一面。而在此形象之外的于

氏，其實正藉由多次舉辦的全國詩人大會，積極介入、主導臺灣詩壇。首先是 1951

年的農曆詩人節，與賈景德、黃純青一同發起召開全國詩人大會，《中央日報》

對大會的準備工作略有報導，情形如下： 

于右任、賈景德、黃純青三老發起於六月九日（端午）召集本省各縣市著

名詩社社員，由該社長選代表及內地寓臺名詩家共六百二十五名，在中山

堂舉行慶祝詩人節兼開全國詩人大會，詩題：（一）臺灣是民主自由之燈

塔（二）辛卯詩人節懷沈斯庵。不拘□韻，限本月底以前將詩稿寄交臺北

市延平南路一○九號臺灣省文獻委員會，請帖現正分發中，均附有詳細辦

法，本省詩家及內地寓臺詩家多至一千五百餘名，因會場及經費所限，未

能一一招待。總統對於詩人節甚為重視，特親筆賜題「發揚民族正氣」六

字，將印成詩箋分贈各與會詩人。75  

這次的詩會，乃是國民黨政權播遷來臺後，首次舉辦的具全國性質詩會活動，在

                                                       
73 此種文化空間與詩會儀式的意義，在與會詩人的詩作中充分流露，例如《臺灣詩壇》5: 5（1953 年

11 月），頁 5，石墨園〈癸巳九日士林雅集〉：「詩人造時代」，以及吳海天〈癸巳重九士林登高〉：「抗

俄笳鼓河山動，反共歌詞金玉音。」；頁 10，吳承燕〈癸巳重九士林登高〉：「大陸沈淪鴻雁哀，天

涯何處避兵災。登山此日情惆悵，歸棹明年賦去來。」等。又如《臺灣詩壇》7: 5（1954 年 11 月），

頁 1，于右任〈甲午重九滬尾山登高〉：「海氣重開作勝遊，登高北望是神州。亡人待旦遺民泣，百

劫河山一戰收。」；「滬尾山頭百卉芳，國殤祠畔立斜陽。黃花今日誰來贈，為祝詩人晚節香。」；「載

酒尋詩興倍高，每逢佳節自相邀。天風吹動相思樹，林外微聞唱大招。」另如《臺灣詩壇》10: 5（1956

年 5 月），頁 12，陳邁子〈乙未新蘭亭修禊〉：「瀛嶠春事濃，海山增韶秀。霖雨喜及時，瀟瀟澈清

晝。欣逢會稽遊，詩腸何辭陋。蘭亭碩彥集，江左變雅奏。避地賦同仇，中原踞虜寇。誰甘新亭泣，

河山慨非舊。相期振斯文，勢同鋒謫鬪。會當共匡復，生民得解救。一擲乾坤小，雞鳴風雨驟。俯

仰百年身，曾無金石壽。芳樹連嶂碧，嘉卉滿園囿。撩人故國思，暮色浸衫袖。」以上，多首詩歌

中的情感修辭，展現了世變之後，寓居臺灣的特殊時間、空間感知，以及個人與群體生命情思，頗

堪玩味。 
74 陳渭雄，〈臺北旅次二首〉其一，《臺灣詩壇》10: 6（1956 年 6 月），頁 18。 
75 〈于右任等發起詩人大會 定詩人節集會〉，《中央日報》，1951 年 5 月 18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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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於 1948 年，曾今可曾經籌辦第一次的全臺詩人大會。從「全臺」到「全

國」，意義自然不同，而從上列報導可知，全國詩人大會欲與會者人數甚夥，蔣

中正還贈給與會者親筆賜題「發揚民族正氣」的詩箋，由此可以感受到舊詩界與

國家民族主義精神的緊密連結。而此次詩會，詩題「臺灣是民族自由之燈塔」，

實為于右任所命題，後來他自作「文化平流接萬方，真光遠射幾重洋。亦興人類

安全感，航路時時對太陽。」希望藉由此詩呼喚同胞起義來歸。76 

其後，他更在多次的全國詩人大會中，藉由公開演說的方式，傳達其個人的

詩歌見解，今日可見至少包括 1955 年於臺南、1956 年在嘉義以及 1958 年於臺東

召開的全國詩人節大會中之發言。77 較特別的是，這些演講內容不僅談到對於古

典詩歌的看法，有時更會觸及新詩問題，因此影響層面更大。例如陳紀瀅特別提

到于氏在臺南舉行詩人大會演講詞所受啟發： 

右老這篇詩論，可以說近年來關於詩的論文中，最值得讀的一篇。他自己

雖然是作舊詩的，但他把舊詩的危機（厄運）說出來。舊詩的危機在哪裏？

脫離羣衆，而為少數者優閑的文藝。新詩的危機在哪裏？右老雖然沒有明

白說出，但顯然也以發揚時代的精神與便利大衆的欣賞兩個重要前提相期

許，新詩如果缺乏時代的精神，則同樣是無真生命；新詩如果不為大衆所

欣賞，也同樣是廢話。作品與人格一致，更為重要。 

我覺得這篇詩論，過去或者沒受到新詩作者們的注意，在于氏謝世的今天

讀來，更饒有意義。……于氏所接受的基本教育可以說是中國古典文學，

依一般情況，他要泥古薄今的，無論詩文，應滯留在他幼年時代的範疇；

可是右老一生革命，他從來沒有生活在時代後邊，却永遠同時代前進，因

此不但思想是與時俱進的，文字也是流行的。78  

有關于氏在幾次詩人大會中的詩學演說，本文後面將會予以探討，但在此可以獲

                                                       
76 于右任先生百年誕辰紀念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年譜》，頁 153。 
77 關於全國詩人大會地點的更動，除了提供與會者可以順道遊覽觀光，認識臺灣地方景觀與歷史記憶

之外，也有助於省外文人與本土在地詩人之交流溝通，建立情感。 
78 陳紀瀅，〈右老詩文研究〉，收於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紀念集》，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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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長期擔任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著名反共文學作家的陳紀瀅，對于右任的高

度肯定和揄揚，並認為其人詩學理念與主張，應該也要受到新詩人的注意。不過，

耐人尋思的是「這篇詩論，過去或者沒受到新詩作者們的注意」，這句話暗示了

新詩派對於代表古典文學陣營的于右任之詩歌主張理解太少，故多少顯示了新／

舊詩派之間的疏離感，雙方之間顯然存在著距離感。但是，陳紀瀅也表達了倘若

是能夠理解于右任詩論的人，自然可以明白于氏詩文表現和詩歌理論其實是與時

代一同前進而流行的。 

無庸置疑的，凡是瞭解于右任為人或創作表現的人，自然對其讚譽有加。尤

其做為最早追隨國父的黨國元勳，任事盡責的監察院院長，革命報業開路先鋒，

且對青年熱情提攜，又禮賢下士的他，更被許為能夠達成立德、立言、立功三不

朽，德業早為世人所公認，故臺灣詩壇亦莫不敬重，此由于氏每年華誕，騷壇文

友均紛紛獻詩以賀可窺一般，《臺灣詩壇》、《詩文之友》之中便存有大量作品。

而透過相關賀詩，其實有利吾人掌握時人對於于氏的定評，例如謝尊五〈壽于右

任先生〉：「道範欽山斗，先生福壽全。美髯長歲月，懋德立坤乾。歷劫滄桑健，

調元監察賢。騷壇推領袖，寫作筆如椽。」；79 羅家倫〈右任院長七四華誕〉：「詩

雄草聖兩稱尊，況有胸中十萬兵。」；張慕陶〈右老七四華誕〉：「雄文垂百世，

勳業冠三臺」80 其中便言及了道德人品、政治地位、書法藝術與文學成就。此外，

對于右任在詩壇的表現，品評者也是不少，王世昭〈寄懷于右老〉：「三讀公詩五

百首，都關國計與民生。」；曾今可〈乙未禊集次均默社長韻兼呈右老〉：「公掌

騷壇似將兵，我如騶卒忝從征。……頌佐中興賴老成。」；王軍余〈自題畫松鶴

祝于右老七七華誕〉：「復興文藝頻提倡」，81 以上或對于氏詩作內容均是關注國

計民生而敬佩，或注意于氏頻頻提倡文藝復興的貢獻，至於幫助于氏建立與臺灣

本土詩人互動橋樑的曾今可，更倒過來自認是于右任的兵卒，並以能夠追隨其旁

而感榮幸，且稱許于氏既是騷壇將領，同時也是頌佐中興的老成者。在此讓人不

能忽略的是，戰後初期臺灣社會已有一股強烈學習三民主義的風氣，以及對於國

父革命事蹟的崇仰，而顯然地，于右任不只平日就常闡揚國父遺教，而且其親身

                                                       
79 謝尊五，〈壽于右任先生〉《臺灣詩壇》1: 4（1951 年 9 月），頁 9。 
80 以上羅家倫與張慕陶之作，參見《臺灣詩壇》2: 5（1952 年 5 月），頁 18-19。 
81 以上王世昭、曾今可、王軍余之作，參見《臺灣詩壇》8: 5（1955 年 5 月），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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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革命建國，以及時時以總理革命精神自期的現象，極易讓人將其視為國父之

後真正革命精神的承繼者。至此，原本抱持反魯念頭，一心透過《正氣月刊》、《建

國月刊》發揚國父革命精神，追求民族正氣的曾今可，當他轉而推揚于右任，協

助結交臺灣本土詩人時，其實頗有承繼孫文革命傳統系譜之意味，因此極易獲得

大眾的高度認同，愈加鞏固其人的騷壇地位。 

而另一方面，于氏本人雖然在寫作上並不刻意為之，但其《右任詩存》，82 由

於深富詩歌改革理念，具有與時代結合的特質，遂使他在 1955 年，憑此獲得了

教育部文藝獎，這是當時詩歌領域最高榮譽獎項。得獎原因如下： 

于右任先生以字行，陝西省三原縣人，現年七十七歲，監察院院長，著有

「右任詩存」，作者輝煌勛業，已為當世所公認，其對文學之貢獻，為能

將中西文學之意境熔合一爐，軒昂奮發，氣象崢嶸，不但代表一國民族精

神與正氣，且能充分表達二十世紀的時代精神。其影響所及，則能鼓動時

勢，創闢新潮。「右任詩存」所刊長歌及曲，以遒勁之風格，寫革命之偉

業，不但是繼承本國文化傳統，發揚光大，且與復國建國之大業，有極密

切之關係，如第二次大戰回憶歌等，尤為其精心結撰之創作。83  

此次審查委員為李濟、周鴻經、錢思亮、劉真、浦薛鳳、鄭彥棻、凌鴻勛、沈宗

瀚，另散文類得獎人蘇雪林、美術類為黃君璧。84 而由上列獲獎理由的說明，可

知于氏之能獲獎，正在於作品融合了中、西文學意境，清楚傳達民族精神與正氣，

以及發揚時代精神，故能鼓動時勢；而所寫革命偉業，更能承繼文化傳統，協助

推動復國建國大業，而這自然與 1950 年代以後的反共風潮有關。因此，無論是

攸關國父遺志或是反共大業，于右任其人其作的時代性意義，都促使他有機會躍

                                                       
82 關於于右任詩歌創作與出版情形，參見張雲家，《于右任傳》（臺北：中外通訊社，1958）。該書有清

楚描述，言及：「由學生時代開始，經過革命逃亡，以至擔任監察院長，前前後後，歷六十多年，從

未停止寫詩，他陸續創作的詩篇，由他自己嚴格挑選印成的『右任詩存』，上下兩冊，共有八百多首，

在印行時，他對自己每一首詩，再三斟酌推敲，有許多首，別人看來很好，他卻不吝惜的予以刪除。

經他挑選，收集在「右任詩存」裡的八百多首詩，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其中受人讚美，他自己也認

為得意之作，多半是五十歲以前的作品。」，頁 118。又，也許是經過篩選，以及許多作品是詩存出

版之後所作，目前報刊中仍有許多有待集佚之作，而新體詩部分亦然。 
83 〈本年文藝獎金 得獎人昨選出〉，《中央日報》，1955 年 12 月 25 日，第 1 版。 
84 〈本年文藝獎金 得獎人昨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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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詩人典範地位。 

而在獲得教育部詩歌文藝獎之後，到了 1963 年，美、奧、菲、巴（巴基斯

坦）等國籌組國際桂冠詩人協會，85 擬邀請各國推派代表參加，魏清德及于右任、

梁寒操、林熊祥、曾今可、何志浩等六人當選。86 得獎次年，于氏過世，各界紛

紛表達哀悼： 

于右老所留給大家的典範是：他那忠黨愛國始終如一的精神。……我們可

以在他的詩存中，看到他濃厚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意識，「革命詩人」、「愛

國詩人」的雅譽，右老是當之無愧的。（中國一周〈敬悼于右老〉）87  

革命奇才、黨國元老；監察制度的完成（監察院長）；新聞報業，革命報

刊先鋒；中國文化方面，書法與詩詞歌曲，書法晉帖與魏碑，融合百家草

字，創標準草書，以節省簿書時間，為新中國「利著作而新國運」；右老

之詩出於放翁而尤過之，元氣磅礡，慷慨豪俠與纏綿悱惻兼而有之，而一

歸其旨於革命的提倡與人心的激勵。（中央日報社論〈悼黨國元老于右任

先生〉）88  

右老的德、功、言三者，實融合為一體而不可分，……右老俠心儒骨，是

中國讀書人的典型，亦是本黨革命同志的典型。……誰曰不宜。（中央半

月刊〈紀念黨國元勳于右任先生〉）89 
 

從上述悼詞中，清楚可知于右任的形象不只是革命詩人、愛國詩人，更是讀書人

與黨國革命同志的典型，以及眾人心中的典範。另，陳邁子在蓋棺論定于氏的詩

作時，更引述了吳白屋（芳吉）的說法，強調其詩「為民國開國詩人中成就最偉

者」，能夠出舊入新，繼往開來，於發傳統詩學之中，復篤開拓詩學，形成風氣。90 

                                                       
85 〈中國桂冠詩人 引起不平之鳴〉，《臺灣新生報》，1964 年 6 月 14 日，第 2 版。 
86 〈無篇名〉，《詩文之友》18: 5（1963 年 8 月 1 日），頁 48。 
87 中國一周〈敬悼于右老〉，收於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紀念集》，頁 163。 
88 中央日報社論〈悼黨國元老于右任先生〉，收於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

生紀念集》，頁 151。 
89 中央半月刊，〈紀念黨國元勳于右任先生〉，收於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

生紀念集》，頁 161。 
90 陳邁子，〈論：右任先生的詩〉，收於于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紀念集》，

頁 29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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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于右任不只是在臺詩人典範、全國詩人典範，時人甚至推許為民國詩人中

成就最偉者。 

只是，面臨典範的殞墜，曾今可在〈敬輓于院長右老二首〉之一言及：「……

海隅勝地埋忠骨，國際詩人黯桂冠。（各國應於本國桂冠詩人中選國際桂冠詩人

一人，余提名右老為我國之國際桂冠詩人，已由國際桂冠詩人協會通過，右老仙

去，繼任人選殊難物色。）最是傷心難告語，更誰堪鎮我騷壇。」91 詩中凸顯了

于右任具有難以取代的典範性意義，而耐人玩味的是，「誰堪鎮我騷壇」正意味

著于氏平素對於舊詩壇的保護與捍衛作用，如今隨著其過世，舊詩界已然失去了

羽翼，原先在國語運動、新文化中逐漸露出頹勢的狀態，顯然又要浮出檯面了，

本文於「前言」曾引述鍾鼎文所謂傳統時代的終結，點出的應該就是曾今可的焦

慮吧！那麼，占在右翼位置的曾今可雖然在反魯上得以勝出，但在新時代的挑戰

下，舊詩地位終將要為新詩所取代，即使堅強的「右翼」也無法扭轉乾坤，這就

是戰後臺灣左／右翼文學、新／舊文學相互交錯、角力後的最終結果。 

四、于右任詩學觀的時代精神與文學史意義 

在明白了從魯迅到于右任二位文學作家典範建構、更替的情形之後，雖然已

經得知舊文學終將隨著于右任的去世而出現地位衰頹之勢，然而有關其在臺灣所

提詩論，卻仍值得深究。這不僅是從事 1950 年代臺灣反共文藝思潮相關研究者

所未注意之處，尚且因為透過曾今可到于右任在戰後臺灣詩壇的介入與經營，同

屬南社成員，且同樣戮力闡揚國父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思想的二人，所折射出的

南社精神在戰後臺灣的發展意義，其實值得多加觀察。 

而要釐析上述問題，自然得先整理于氏的詩論內容，然而就如陳邁子〈述于

右任先生詩學〉所言：「先生生平埋頭於詩歌創作，卻從來很少直接談到作詩的

理論—詩學。有之，還是近年的事。那是在每年在詩人大會中的演講。」92 因此，

                                                       
91 曾今可，〈敬輓于院長右老二首〉，《詩文之友》21: 5（1965 年 3 月），頁 3。 
92 陳邁子，〈述于右任先生詩學〉，收於于故院長治喪委員會組織編輯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紀念集》，

頁 29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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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透過于氏演講內容，搭配其他報刊文章，試圖掌握其人詩學內容，希冀一

探于氏對臺灣詩壇所展開的改革情形。 

（一）詩學革命、革命詩學與南社精神 

1949 年 10 月來臺後的于右任，在有機會與臺灣省內、外詩人一起從事詩會

活動之後，其內心就抱持了欲在臺灣進行詩學改革的念頭，而付諸實踐的年份就

在 1950 年。這一年他有幾次公開演講與談話的機會，依據《中央日報》刊載，

先是在 7 月份時重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接著 9 月份中央黨部為紀念總理首次革

命，于右任演講「偉大的時代  偉大的事業」，此後如何在偉大的時代創作有意

義的文學作品，以及援引、效法國父革命精神，成為于右任念茲在茲之要事。於

是，他在 1950 年重陽臺北陽明山柑橘示範場登高吟會中，提出敬望與會羣公，

咸以康濟之懷抱，發為時代之歌聲，為詩學開闢新的道路，為生民肩負新的使命

的呼籲。93 接著則是在 1951 年這場政府遷臺以來最大型的詩會活動裡，直接以

（一）臺灣是民主自由之燈塔（二）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命題，而這一則是與臺

灣詩歌、詩人產生連結，另外則是力求詩作要與時代處境有所聯繫。再者，在會

議真正召開當日，除了創作外，會中于右任對詩韻提出改革建議，並得到若干響

應，正式提出的有：（一）黃純青建議廢詩韻，改用國語之自然節奏（二）葉芝

生、毛盟鷗建議採用中華新韻（三）弓英德、李滌生……等建議修改律詩之聲韻，

以符合國音，並響應于院長詩學革命之倡導。94 而據報載，參與的詩人，曾將建

議攜歸研究，並期盼提案成功，以利「揭起今人作詩不依唐宋之韻，而創造中國

詩史上的一個新紀元。」95 又，不單是詩歌改革論述的提出或詩韻改變的討論而

已，于右任其實還曾謀求詩體解放，如同他在抗戰時期所寫長歌復短歌二首、戰

場的孤兒四首、老人歌二首等，來臺之後他也數次撰寫白話詩，例如題郭明嵩之

由黑暗到光明歌便是例子。相同的改革心志，更出現在 1952 年欲模仿杜甫曲江

詩詩體，以達成詩體解放目的，因此本年度所作之詩，多仿杜甫曲江三章體，原

本曲江三章為杜甫之創體，調古格嚴，如平韻者，末韻皆為三平，頗似詞曲，後

                                                       
93 于右任先生百年誕辰紀念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年譜》，頁 142。 
94 〈全國詩人大集會 飲酒賦詩度端陽〉，《中央日報》，1951 年 6 月 10 日，第 4 版。 
95 〈全國詩人大集會 飲酒賦詩度端陽〉。 



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魯迅到于右任─兼論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 155 

人少有注意，更少有繼作，于右任卻連仿其體，蓋有提倡之意。 

而更多詩學觀點的陳述，則是出現在 1955 年於臺南舉行的全國詩人大會，

他提出下列看法： 

執新詩以批評舊詩。或執舊詩以批評新詩。此皆不知詩者也。舊詩體格之

博大。在世界詩中。實無遜色。但今日詩人之責任。則與時代而俱大。謹

以拙見分陳如下。 

一、發揚時代的精神。二、便利大眾的欣賞。蓋違乎時代者必被時代偋棄。

遠乎大眾者必被大眾冷落。再進一步言之。此時代應為創造之時代。偉大

的創造。必在偉大的時代產生。而偉大的時代，亦需要眾多的作家以支配

之。救濟之。並宣揚之。所謂江山需要偉人扶也。此時之詩。非少數者優

閑之文藝。而應為大眾勵心立命之文藝。不管大眾之需要。而閉門為之。

此詩便無真生命。便成廢話。其結果便與大眾脫離。此乃舊詩之真正厄運。 

我是發起詩人節之一人。我們為什麼以端午為詩人節。當然是紀念屈原

的。所謂紀念屈原。一是紀念其作品的偉大。一是紀念其人格的崇高。屈

原的作品。無論造詞、立意、都為中國詩人開闢一廣大的境界。……所以

紀念屈原。是紀念他衣被萬世的創作精神。與與日月爭光的高尚人格。做

一詩人。最重要的是作品與人格的一致。我們詩人要以屈原的創作精神。

將詩的領域擴大起來。以屈原的高尚人格。將詩的內容充實起來。以表現

並發揚大時代日新又新的崇高理念。而作者本身。更要有「知死不可讓兮。

願勿愛兮」的殉道精神。總之、一方面詩人的喉舌。是時代的呼聲。一方

面詩人的思想。是時代的前驅。以呼聲來反映時代的要求。以思想來促進

時代的前進。而詩人的生活。更當是實現此一呼聲與思想的鬪士。96 

在這篇演說詞中，于右任談到新、舊詩人相互批評，其實是不懂詩歌者。由此可

知在這時期，新、舊詩派之間已經出現齟齬，于氏才會有此一說。是故，他勉勵

詩人要發揚時代精神，並寫出便利大眾欣賞之作，亦即要注意時代性與大眾性。

                                                       
96 于右任，〈四十四年詩人節詩人大會講詞〉，收於于右任先生百年誕辰紀念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

生文集》，頁 59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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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則指出屈原及其創作精神，實為現今詩人典範，當注意作品與人格的一致，

並應以詩歌呼應時代，力求做為時代的思想鬥士。於此，可見于右任深切思考了

詩人與詩歌之間的一體性，且重視詩人責任，以及時代反映論等。 

但，詩歌的本質究竟為何物？要想確切體會，必得細緻思考許多問題，于右

任在 1956 年 1 月發表的〈詩人職責〉一文，從「詩言志」詩的定義，談到了時

代之志、詩人之言、詩之境界、詩之體裁、詩人職責，97 嘗試經過層層釐析，欲

彰顯詩歌的真義。此外，于右任還不停思索任何可以讓舊詩產生新生命意義的改

變與調整方式，同樣在本年完成的〈詩變〉一詩中，可以發現他的若干體會： 

詩體豈有常，詩變數無方。何以明其然，時代自堂堂。風起臺海峽，詩老

太平洋。可乎曰不可，哲人知其詳。飲不竭之源，騁無窮之路。涵天下之

變，盡萬物之數。人生本是詩，時吐驚人句。不必薄唐宋，人各有所遇。98 

在這首詩裡，一個呼應其時代詩學觀點的重要思考，乃是「詩體豈有常，詩變數

無方」，因為既然重視詩歌的時代意義，那麼根本不必特別去論唐爭宋，不求常

體，詩貴其變，如此方能理解唯有能夠反映時代意義者才是佳作；而正是出於這

樣的思考邏輯，于右任的詩學革命才有落實的空間。 

接著，承繼上首詩歌的想法，他參加同一年度在嘉義舉行的全國詩人大會，

事後將演講稿發表在《臺灣詩壇》、名為〈丙申詩人節大會演說〉的文章，其中

做了如下陳述： 

嘉義居臺灣省之中心。又是臺灣省詩教發祥之地。故詩風盛而詩人多。詩

教於此蘊育發展而輻射四方。故詩人始有今日之盛會。 

追憶日據時代。有志之士。以詩教互通聲氣。傳達思想。為民族爭生存。

為文化爭地位。卒能很快的光復故物。前代詩人的艱辛奮鬥也如此。現在

又到了另一個時代。臺灣在此大時代中。成了反共復國的基地。自由民主

的燈塔。對於鼓舞士氣。激勵人心。詩人仍須奮勇負擔。臺灣之詩教過去

會保衛了臺灣。將來更進而光復祖國。解救被奴役的同胞。這是可以做到

                                                       
97 于右任，〈詩人職責〉，《臺灣詩壇》10: 1（1956 年 1 月），頁 42。 
98 詩載《臺灣詩壇》10: 3（1956 年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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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斷言的。詩教為什麼有這麼大的力量呢。古人說：「詩言志」。又

說「詩可以羣」。把這兩句話連合起來。就是說詩可以團結人心。……所

以在這個大時代中。詩人不獨具有鼓吹中興的使命。更負有為生民立命的

重任。詩人應如何自奮自幸。時代固然創造詩人。詩人亦在啟發時代。如

此日新又新。詩人與時代皆日臻於至善至美之域。詩人有如此崇高的目

標。如此廣闊的境界。 

漢魏歟。唐宋歟。元明清歟。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興者。為聖為賢。

全看自己的努力如何。而今日之時代。吾知興者當更遠逾前代也。 

何子貞論詩。謂做人要做今日當做之人。即做詩要做今日當做之詩。可知

與時代同樣要放而大之。同光時的詩人。求其放大而未能。然已有其志矣。

今日在臺灣以身任天下改造之詩人。其作法囿於一派乎。其本身拘於一地

乎。其手握寸管目營八荒乎。吾思之。吾重思之。願與諸位先生共勉之。99  

倘若參照上列引文之段落，有助掌握于氏的幾個觀點，包括：其一、臺灣詩風很

盛，日治詩教有利後來的光復；其二、現在是反共的時代，臺灣詩教要保衛臺灣，

光復祖國，鼓吹中興，為生民立命；其三、時代創造詩人，詩人啟發時代；其四、

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興者，今日時代應可勝過漢魏到元明清；其五、體認

何紹基所說「做人要做今日當做之人。即做詩要做今日當做之詩。」而從前的同

光體未能與時俱進。以上這篇演講稿，顯然是與〈詩變〉所述相符，且有了更多

發揮，而其中最為重要者，仍屬詩歌與時代關係論的強調。因此，在反共年代裡，

詩歌自當承擔保家衛國的重任，且要能夠鼓勵士氣，創造時代。而關於于右任的

這種詩學觀點，在此處他引用了何紹基的說法，然而相似的意見，乃至對同光體

的批評，其實都可在崛起於二十世紀初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之中窺見。例如柳亞

子對「同光體」的不滿或對民族正氣的講求，高旭鼓吹革命的精神；至於于右任

所認同的各時代均有其自當作之詩，這種想法又與馬君武「唐宋元明都不管，自

成規範鑄詩材」有近似思考。那麼，出身南社的于右任，雖然未以南社詩論為標

榜，但其若干持論卻又與南社主張彷彿呼應，實在耐人尋思。再加上，前曾述及

曾今可亦是南社社員，且與于氏都積極宣揚國父三民主義與革命精神，並在編輯

                                                       
99 文刊《臺灣詩壇》10: 6（1956 年 6 月），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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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詩報》時還邀請過柳亞子擔任顧問，而其所編《臺灣詩壇》也在成立之初，

就聘請同屬南社的張默君擔任顧問，並一起參與多項詩會活動，互相唱酬，則從

曾今可到于右任的在臺相關詩歌活動與表現，或不妨視之為南社精神在臺灣延續

發展的一個側向。 

而繼上述詩歌時代所說的觀點之後，于右任在 1958 年於臺東舉行的詩人大

會中，再次延續 1951 年曾談過的詩韻問題，並提出更為直接的改革建議： 

詩應化難為易，應接近大眾，這個意見，朋友中贊成的固然很多，但是持

疑難態度的亦復不少。這個原因：一是結習的積重難返，一是沒有具體辦

法。………我今天特向大會提出兩點意見，這只是初步草草的設計，是否

可行？是否能行？是否應行？請各位參考研究。一、平仄──近體詩的平

仄格律，完全是為了聲調美。但是現在平仄變了，如入聲字，國語完全讀

平聲了，我們還要把它當仄聲用，這樣我們的詩，便成目誦的聲調，而不

是口誦的聲調了！所謂聲調美，也只成為目誦的美而不是口誦的美。二、

──詩有韻，為的是讀起來諧口。但是後來韻變了。古時同韻的，讀來反

而不諧；異韻的反而相諧。如同韻的「元」「門」，異韻「東」「冬」」。而

我們今日作詩，還要強不諧以為諧，強同以為異，這樣合理嗎？………現

在國家推行的是國語，而我們作詩用的是古韻，這樣一來，不知埋沒了多

少天才，損失了多少好詩！古人用自己的口語來作詩，我們用古人的口話

來作詩，其難易自見，我們要想把詩化難為易，和大眾接近，第一先要改

用國語的平仄與韻。這是我蓄之於心的多年願望！100 

這次的演講，于氏有感於詩歌對大眾仍屬困難之物，因此想要針對詩歌聲調音韻

予以改革，轉而欲採用國語的平仄與韻，希望在推行國語之後，能夠讓大家可以

不必使用古韻，而能直接以口語作詩。關於此一聲韻改革意見的提出，劉延濤〈于

右任先生年譜編後記〉有一生動描述： 

                                                       
100 于右任，〈四十七年詩人節詩人大會在臺東演辭〉，收於劉永平，《于右任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

社，1989），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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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晚年，多主要解放舊詩，謂舊詩拘於平仄拘於韻。非以辭害意，即以

音害辭。如年譜內所引先生在詩人大會中的演講。來臺後更嘗作白話詩以

為倡導。並主張用「中華新韻」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思想；不要把自己的

思想，硬塞入古人的語句裏。101  

此段文字可與上述參看，當更增情味。不過，如果思及因為國語運動的推行，竟

導致詩歌古韻的不合時代，原本力主詩歌要迎合時代、書寫時代的于右任，終究

因之而面臨了無法簡易化與大眾化的困境，則這對力主革命詩學、詩學革命的于

氏而言，恐怕是極大的尷尬了。 

綜上，本文梳理魯迅到于右任典範更迭與重構故事始末，乃始於國語運動，

但最終成為右翼詩人領導的于右任，卻也因為國語運動而未能遂行其人的詩學革

命理想。 

（二）「時代說」的詩學意義 

透過前述于右任相關詩歌觀念的彙整，可以發現其人最為重要的詩學觀點，

乃在於詩歌應該與時代相應，因而能夠形成具有鼓吹中興作用的革命詩學；對

此，筆者將之稱為「時代說」。而事實上，這個說法應該確屬于氏詩學的精華所

在，賈景德在〈于右老榮獲中華文藝詩歌首選賦此為賀〉一詩，便言及「作詩重

創造，要合大時代」；同時刊出的楊嘯霞同題詩作，也認同于氏之詩歌係「詩隨

時代變，辭華無今古」，102 二人均以「時代」此一關鍵詞形容于右任的詩作特色

與精神妙趣。 

而對于氏力倡的「時代說」，做為一位詩人典範的他，其個人言論與主張，

其實曾經獲致不少共鳴與推廣。即以于氏擔任榮譽社長的《臺灣詩壇》而言，曾

今可〈臺灣詩壇第十卷開始感言〉表示：「于右老再三指示同仁，萬勿忽略時代

精神，至理名言，大刊發人深省。……右老為開國元勳，世所共知，但其貢獻於

文學者尤大。……其詩歌……不惟代表民族正氣，亦足充分表達時代精神，其影

                                                       
101 劉延濤，〈于右任先生年譜編後記（下）〉，《中央日報》，1978 年 5 月 1 日，第 10 版。 
102 以上二人之作參見《臺灣詩壇》10: 1（1956 年 1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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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所及必能鼓動時勢，創立新潮。」103 顯然《臺灣詩壇》與該社同仁，都會成

為宣揚于氏「時代說」詩學觀的重要舵手。另如同刊刊出的陳邁子〈歲首獻辭〉，

文中也特別闡釋了詩人與時代的關係、詩歌如何發揮創造時代的精神，以及時代

融合形塑詩歌的風格等相關問題，所述多從于右任詩學主張而來。104 且不僅如

此，《臺灣詩壇》第 10 卷第 1 期〈編後記〉中，還描述了 1956 年于右任榮獲教

育部文藝獎章之後的情景： 

各大詩畫家為慶賀于右老榮獲中華文藝首選，同深親仰。于上月二十五日，

假聯合國中國同志會歡讌右老。到賈景德……等六十餘人。右老精神奕奕，

謙靄可風。席次賈景德、梁寒操先後致詞，對右老詩歌多時代創作性備致讚

揚，並由鄭品聰、黃景南提議，以此次讌集意義重大，如何發揮時代精神，

及擴大詩的境界，今後與會同仁，應每月集會一次，藉資觀摩。即以此次為

第一雅集，以賀右老獲獎為題，不拘體韻，各賦詩一章，彙為丙申第一集。

每月集會一次，賦詩作畫各盡其長，其佳作按月由本刊登載，年終並出詩畫

專集，期以完成闡揚國粹之大任。105  

在為于右任獲獎所開慶祝歡讌中，眾人肯定其詩歌的時代性意義，並表示爾後大

家要每月集會一次，一起觀摩學習如何發揮時代精神，或擴大詩歌境界，相關佳

作則會按月刊出。 

那麼，到底要如何看待與詮釋于右任「時代說」的詩學意義呢？如果從日治

時代臺灣詩學來談戰後狀態，又會有何發現？關於日治時代臺灣詩學情形，最為

重要的自是「風雅論」莫屬。不過以「風雅」詩論而言，這既是一個詩論，但對

臺人而言，也同樣是一「話語」運作。因為一方面，日本致力推展其日式的「風

雅」美感精神，促使臺灣扢雅揚風，塑造出一個具有高尚興味的清雅社會，讓臺

人沈醉於詩歌風流之中；但另一方面，則是進行中國風雅教化詩觀的挪用與再詮

釋，尤其在與國家殖民主義有所嫁接後，「風雅」話語充當日本統治者的意識型態

工具，隱含了權力的施加和承受的意義，於是「風雅」話語與詩人教養／馴化、

                                                       
103 楊嘯霞，〈前題〉，《臺灣詩壇》9: 6（1955 年 12 月），頁 3。 
104 陳邁子，〈歲首獻辭〉，《臺灣詩壇》9: 6（1955 年 12 月），頁 2。 
105 〈編後記〉，《臺灣詩壇》10: 1（1956 年 1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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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協同的親善任務相連結。106 面對日治時代極具文學政治色彩的風雅論，到

了戰後究竟會出現何等變化？而從「風雅論」到「時代說」的詩學變化意義為何？ 

在探討此一問題之前，也許可以先行省思 1948 年所舉行的第一次全臺詩人

大會的情景，由於林獻堂有參與這次的詩會，因此他的想法值得探究。他在〈全

省聯吟會祝詞〉寫下內心感觸： 

古人有言曰詩言志，又曰詩為心聲。……既能抒人之情懷，引人之興致，

又可發人之深省與警惕。……詩學一道，啟雕蟲小技也哉！……今也國土

重光，山川依舊，而老儒碩學，先後凋零，若不有以振興之，他日文喪詩

亡，深茲憂懼。此次嵌南詩友倡開全省聯吟大會，實為崇尚斯文，獎掖後

進之壯舉。107  

對於戰後首次全臺詩人大會，林獻堂採用《毛詩序》說法，肯定詩歌具有表達個

人心聲情感的作用，同時可以發出深省和警惕，所以強調詩歌並非雕蟲小技，其

次是將此次全臺詩會視為日治結束之後的詩學斯文重興，故深切期盼以後能夠延

續這個詩文傳統，並獎勵後進詩人。於此，林獻堂所關心的顯然是漢詩詩歌傳統

延續發展的問題，也就是對漢文命脈的重視。然而林氏所關注的焦點，卻沒有成

為于右任掛心之事，如同曾今可一般，于氏在多次演說中，都高度肯定臺灣是一

個具有詩教文化之處，且具備民族正氣，因此能夠促成戰後的光復事務，這由前

引〈丙申詩人節大會演說〉可知一斑。因此，與林獻堂之想法不同，于右任在 1951

年全國詩人大會中，所期盼寄寓的是革命詩學，這相當不同於日治時代以和諧、

優美、親善、馴化為特徵的風雅論詩學，反而要以高熱情、責任感去面對時代挑

戰，繼而從事反共、復國工作。因此，從風雅論到林獻堂保存斯文，乃至于右任

的時代說，戰前到戰後的臺灣詩學主張，顯然出現不小的轉折與變化。 

而標舉「時代說」的于右任，在 1955 年被教育部提名參選文藝獎選拔之初，原

曾多次寫信給教育部，表示請勿提名，但最後仍獲獎。為此，使他更加慎思詩之志、

                                                       
106 關於「風雅論」更多的討論，參見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識論

的重構與衍異〉，收於吳盛青、高嘉謙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頁 402-431。 
107 林獻堂，〈全省聯吟會祝詞〉，《建國月刊》2: 6（1948 年 9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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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之志、人之志、詩之境界、詩之體裁、詩人職責之間的許多問題，他以為： 

詩言『志』，志是時代之「志」，人類之「志」，故古有采詩之官，欲因之

而知時代之趨向、人類之志向，其所欲者樂成之，其所否者革除之，故詩

人之關繫新運也至重大，今日時代之「志」為何？人類之「志」為何？詩

人之應言者又為何？為適應此大時代與人類之呼喚，詩之境界應如何使之

擴大？詩之體裁應如何使之靈活？此乃今日詩人之唯一職責，而願隨諸作

家之後，相共勉焉。拙作實不足取，然青年作者如能以拙作且可入選，因

而砥礪奮發，使新中國之詩苑，因老樹着花，而萬卉爭芳，放大香於大地，

則我又只有黽勉接受矣。108  

這一段由個人小「志」出發，擴大談到時代之「志」、人類之「志」，乃至希望適

應大時代、追求詩歌境界擴大的審美意趣，實與日治時代風雅論的重風流、優美、

親善與和諧大相逕庭。在得獎之後，賈景德等人邀宴祝賀，于右任作詩〈迎接戰

鬥年〉以申己意，109 由此詩題就更能明白所謂「老樹著花」的詩人心事了！同

時也更能理解其人詩作何以能鼓動時勢，因而可以協助復國建國大業。因此從先

前對於革命精神的鼓吹，到直接命題寫出〈迎接戰鬥年〉時，于右任所謂的詩歌

與時代關係，其實已與 1950 年代蔚為主流的反共文學、戰闘文藝，兩相契合。

不過，儘管如此，在反共文學與戰闘文藝大纛之下，因為無法隨著國語運動一起

前進革命的舊文學，最終還是會逐漸成為時代下的落伍者。 

五、結論 

本文針對戰後臺灣文學場域進行考察，在一般學界偏重留意的魯迅典範建構

狀況之外，另外指出于右任與臺灣古典詩壇實亦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值得予以

關注。而全文除了說明曾今可如何在于右任來臺之後，努力協助促成其與臺籍詩

                                                       
108 〈文藝獎金得獎人 于右任談詩人職責〉，《中央日報》，1955 年 12 月 26 日，第 4 版。 
109 于右任，〈迎接戰鬥年〉，《中央日報》，1956 年 1 月 11 日，第 4 版。詩作內容：「合以詩將歲月酬，

寧忘後樂與先憂。行看渡海高歌返，未忍當筵不醉休。老樹花香鬥春訊，□杯力大卻寒流。中原七

載□消息，穿眼收京復舊郵。」﹝按：□字體無法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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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來互動，以及進一步成為省內、外詩人典範的原因與過程，還將相關現象與

戰後魯迅風潮與反魯情形相連結，故能發現其中有著左、右翼重要文學典範更迭

替代的意味。 

其次，為了便於梳理從魯迅到于右任典範移轉所蘊含的文學史意義，文中先

從戰後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嫁接關係談起，透過國語運動及其相關語文問題的

爬梳，最終闡明于右任所帶動的典範生成與消解，將會與臺灣舊詩、古典文學地

位升降息息相關，其中實際牽涉著新／舊文學頡頏競爭的問題。再者，由於在戰

後初期三民主義、國父言論及其革命事蹟，對於臺灣文學頗具啟發與影響意義，

並導致左右翼作家對於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各有倚賴，甚至產生以國家或人民為

重不同趨向的創作目的與寫作觀點，在此情形之下，以曾今可為主編的正氣學社

刊物所代表的民族主義文藝觀，在于右任來臺之後獲得了更多發展與茁壯空間，

且由於于氏兼具革命元老與愛國詩人的形象，以及其人強調標榜符應時代精神的

詩學觀，不僅上承戰後初期以來臺灣社會與文壇對孫中山三民主義與革命精神敬

仰情懷的延續，甚而更與反共文學、戰闘文藝相連結。至於，本文在分析上述問

題之中，所勾勒出從曾今可到于右任在戰後臺灣古典詩壇的角色意義，則或可視

為中國革命著名文學團體「南社」在臺灣精神延續的一個側面，後續值得更深入

的考掘。 

綜合前述，本文選從魯迅與于右任典範轉變現象出發的考察，雖屬以小窺大，

但因為試圖綜觀左／右、新／舊不同文學勢力的流變與較勁，因此應當有利於彰

顯戰後臺灣文學秩序重整的樣貌，而這也是一個不同以往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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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ell-known phenomenon of post-war Taiwan literature is the predominance of 

Lu Xun. In contrast, Yu Yu-jen, a revolutionary veteran who also had lots of influ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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